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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与人类息息相关。它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沃土，
为人们提供绵延的生计和福祉。

湖泊、河流、沼泽、盐沼、

泥炭地、红树林和珊瑚礁等

湿地为人类提供了基本的生

态系统服务，并为人类生活

做出了贡献。湿地是水的来

源和净化器，它保护我们不

受 洪 水、 干 旱 和 其 他 灾 害

的影响，为数百万人提供食

物和谋生之道，支持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其储碳量为生

态系统之最。然而，湿地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

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的认可。结果是据已知数据，自

1970 年以来 35% 的湿地已经消失，其速度是森林的

三倍。

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现在湿地的消逝仍在继续，

对自然和人类产生了直接、可衡量的负面影响。《全球

湿地展望》的目的是提高对湿地价值的认识，并提出建

议，确保湿地得到保护和合理利用，并使其益处得到所

有人的承认和重视。

《湿地公约》在牵头应对这一变化发挥了独特的

作用。作为唯一针对湿地的国际性条约，它提供了一个

由 170 个缔约方组成的平台，共同致力于湿地保护和

合理利用，提供最权威的数据、建议和策略，让功能健

全的湿地充分发挥对自然和社会的效益。

在气候变化、水资源需求上升以及洪水和干旱

风险增加的背景下，湿地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加关键。事实上，湿地直接或间接地有

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75 项指标。至关重要的

是，《湿地公约》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作为“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目标”6.6.1 的共同管理者，在编制湿地报

告指标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该公约为促进合作伙伴关

系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平台，以实现其他国际政策目

标，包括“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巴黎气候变化协

定》和《仙台减轻灾害风险框架》，以促进共同利益、

扩大必要的行动规模，保护并合理利用湿地。

这些宏伟规划的前提是——我们有一个基准来衡

量湿地管理的成败。《全球湿地展望》简要说明了湿地

的现状、趋势和压力，并概述了各国为努力扭转湿地数

量和质量历史性下降局面所采取的措施。我很高兴能介

绍第一版《全球湿地展望》，它实用且具有鼓动性，并

使你在采取所建议的应对措施时变得更加有效率。

玛莎·罗杰斯·乌瑞格

湿地公约秘书处秘书长



1   湿地公约秘书处 / 全球湿地展望 / 2018      湿地公约秘书处 / 全球湿地展望 / 2018   2  

关键讯息

     健康的、发挥功能的自然湿地对人类生活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尽管湿地的全球覆盖面积几乎和格陵兰岛的面积一样大，但湿地面积正在急剧缩减。

     据可查数据，自 1970 年以来，湿地面积减少了 35%。

 

     因此，湿地动植物处于危险之中，四分之一的物种面临灭绝的风险。

     由于排干、污染、物种入侵、非可持续利用、流态受损和气候变化，现存湿地的质量

     也不容乐观。

        

     然而，从粮食安全到减缓气候变化，湿地的生态系统服务效益巨大，远远超过其他陆地生 

     态系统。

    《湿地公约》推动湿地的保护与合理利用，是阻止和扭转湿地损失的核心。

     保护和恢复健康湿地的关键步骤包括：

           加强国际重要湿地及其他湿地保护区网络

           将湿地纳入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规划和实施中

           加强法律和政策制定以保护所有湿地

           贯彻《湿地公约》指导原则以实现合理利用

           对社区和交易实行经济和财政激励

           确保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湿地管理

           提高国家湿地调查和状态速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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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湿地保护和合理利用对人类生计至关重要。湿地所提供

的广泛生态系统服务意味着它们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然而，

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往往低估了湿地的功能效用对自然和人

类的价值。

了解这些价值以及湿地的现状，对于确保湿地保护与合

理利用至关重要。本书对全球湿地状态、变化趋势、变化动

因以及维持或恢复湿地生态特征所需要采取的步骤进行了总

结与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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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和趋势

面积
全球湿地面积数据的准确性不断提高。内陆和滨

海湿地覆盖面积超过 1210 万平方公里，几乎与格陵兰

岛的面积一样大；其中 54% 的湿地常年积水，46% 季

节性淹没。然而世界各地的自然湿地面积长期处于下降

状态；据可查数据，1970 年至 2015 年期间，内陆湿

地和海洋 / 滨海湿地均下降了约 35%，是森林消失速

度的三倍。相比之下，人工湿地，主要是稻田和水库，

在此期间几乎翻了一倍，现已占湿地面积的 12%。这

些人工湿地的增长并不能弥补自然湿地的损失。

生物多样性
据可查数据，总体上，鱼类、水鸟和海龟等栖息

于湿地的物种急剧下降。特别是在热带地区，四分之一

的物种面临灭绝的危险。自 1970 年以来，81% 的内

陆湿地物种和 36% 的沿海和海洋物种种群一直在减少。

评估发现，几乎所有栖息于内陆和滨海湿地的动

物类群处于高等级全球威胁（超过全球受威胁物种的

10%）。物种灭绝危险程度最高（超过全球受威胁物

种的 30%）的是海龟、栖息于湿地的巨型动物、淡水

爬行动物、两栖动物、非海洋软体动物、珊瑚、蟹类和

龙虾。灭绝的风险似乎仍在增加。尽管水鸟物种的全球

受威胁程度相对较低，但长期以来，大多数水鸟种群一

直在下降。只有生活在珊瑚礁中的鹦鹉鱼和刺尾鱼、以

及蜻蜓处于受威胁程度较低的状态。

水质
湿地水质持续恶化。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几

乎所有处于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河流中遭受着日益

严重的水污染，可以预料水质恶化将逐渐升级。

主要威胁包括未经处理的废水、工业废水、农业

径流、侵蚀和沉积物的变化。到 2050 年，全球三分之

一的人口可能面临水中含有过量氮和磷的问题，而这也

会导致藻类迅速爆发和腐烂，进而引发鱼类和其他物种

的死亡。严重的病原体污染影响着拉丁美洲、非洲和亚

洲三分之一的河流，在过去 20 年里，粪便大肠菌群不

断增加。在包括地下水在内的许多湿地中，盐分渐渐累

积，损害着农业。化石燃料中的氮氧化物和农业产生的

氨会导致酸沉积。酸性矿排水就是一种主要污染物。发

电厂和工业生产造成的热污染使水中溶解氧减少，改变

了食物链，减少了生物多样性。至少有 5.25 万亿个持

久性塑料微粒漂浮在世界海洋中，并在沿海水域产生巨

大影响。在近半数经合组织国家中，农业地区的水中农

药含量超过国家建议限度。这些因素都危害着我们的健

康，破坏了生态系统服务，进一步损害了生物多样性。

生态过程
       湿地是最具生物生产力的生态系统之一。它们通过

接收、储存和释放水，调节水流和维持生命，在水循环

中发挥主要作用。河道、洪泛区与其相连的湿地在水文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许多“在地理上被孤立的”湿地

也很重要。然而，土地利用变化和水调节基础设施削弱

了许多河流系统和洪泛区湿地的连通性。湿地调节养分

和微量金属循环，并能过滤各种污染物。它们储存着全

球大部分的土壤碳，但在未来，特别是在多年冻土地区，

气候变化可能导致它们成为碳源。

生态服务
湿地生态系统服务远远超过其他陆地生态系统。

它们提供关键的粮食供应，包括大米、淡水鱼和沿岸鱼，

以及淡水、纤维和燃料。调节服务影响气候和水文状况，

减少污染和灾害风险。湿地的自然特征往往在文化和精

神上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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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因子

湿地让人身心愉悦，给旅游业带来收益。尽管有

一些生态系统服务的全球数据，但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决

策者急需更多有针对性的信息。

湿地的碳储与碳封存在调节全球气候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泥炭地和有植被的滨海湿地都是巨大的碳库。

盐沼每年能封存数百万吨的碳。虽然泥炭地仅占陆地面

积的 3%，但其碳储量可达森林的 2 倍。然而，淡水湿

地也是温室气体甲烷在自然界的最大排放地，尤其是管

理失当的时候。热带水库也释放甲烷，有时甚至会抵消

其水力发电所带来的低碳效益。

合理地利用湿地，需要全面了解其变化的驱动因

子，这样才能从根源上应对湿地的消失和退化问题。由

于排水、流转、污染、物种入侵、资源开采以及其它影

响湿地水量、洪水和干旱发生频率的行为，湿地在不断

消失和退化。

反过来，这些直接因子又受到间接因子的影响，

并牵涉到湿地对能源、食物、纤维、基础设施、旅游和

娱乐项目的供应。气候变化对湿地的变化而言，既是直

接因子，又是间接因子。因此，适应和缓解措施可以对

引起湿地变化的其他因子产生乘倍效应。全球大趋势也

很重要，包括人口结构、全球化、消费与城市化，而气

候变化使得每个方面都具有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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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公约》

《湿地公约》旨在推动湿地保护及其合理利用。该

公约确保湿地效益有助于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巴黎气候变

化协定》及其他相关国际承诺。《湿地公约第四版战略

计划》对于公约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指导，包括处理湿地

消失驱动因子，促进湿地的合理利用，完善公约的实施，

有效地保护和管理国际重要湿地网络。迄今，公约各缔                                                                                                                                  

约方维护着 2300 多个国际重要湿地的生态特征，其面

积约为 2.5 亿公顷，占全球湿地的 13%-18%。

《湿地公约》在扭转全球湿地消失中具有独一无

二的地位。作为唯一针对湿地的国际公约，它为实现多

个湿地相关的全球目标提供了平台。事实上，湿地直接

或间接地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75 项指标。

至关重要的是，《湿地公约》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作为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6.6.1 的共同管理者，在编

制湿地报告指标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该公约为促进合

作伙伴关系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平台，可与其他国际

机制相互协作，为各国政府准确地提供现有资料、建议

和策略，促使各国政府充分发挥湿地对自然和社会的功

能效用。

©
 G

a
b

ri
e

l M
e

jia



7   湿地公约秘书处 / 全球湿地展望 / 2018

©
 V

ic
e

n
te

 W
e

ip
p

e
rt



7   湿地公约秘书处 / 全球湿地展望 / 2018      湿地公约秘书处 / 全球湿地展望 / 2018   8  

应对措施

需要在国家及国际层面采取紧急行动，提高对湿地效益的认识，为湿地的存续提供
更多保障，并确保将其纳入国家发展规划。特别是：

加强国际重要湿地及其他湿地保护区网络

超过 2300 个国际重要湿地（Ramsar Sites）

获得认证，令人鼓舞。然而，仅仅认证是不够的。

必须制定并执行管理计划，以确保其有效性。到目

前为止，只有不到一半的国际重要湿地做到了这一

点。

将湿地整合到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规划和实施

将湿地纳入广泛的发展规划和行动，其中包括

“可持续发展目标”、《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和《仙

台减轻灾害风险框架》。

加强法律和政策制定以保护所有湿地

湿地法律和政策应在各个层面进行跨部门应

用。各国都需要制定国家湿地政策。其中一个非常

重要的工具就是《湿地公约》所提倡的避免—缓解—

补偿顺序，这在很多国家的法律中也有所体现。不

破坏湿地要比恢复湿地更容易。

贯彻《湿地公约》指导原则以实现合理利用

《湿地公约》有大量的相关指导原则。《湿

地公约》机制，譬如关于生态特征变化的报告、

记录国际重要湿地所面临风险的《蒙特勒档案》

（Montreux Record）和公约咨询任务，有助于

查明并应对保护和管理国际重要湿地所面临的挑战。

对社区和交易实行经济和财政激励

可通过多种机制为湿地保护提供资金，包括为

实现生态系统服务计划的气候变化应对战略与偿付。

消除不正当的激励措施有积极作用。通过税收、认

证和企业社会责任项目等途径，交易可以促进湿地

保护。政府投资也极为重要。

将多种预期整合到湿地管理中

必须考虑湿地的多重价值。为了确保决策的正

确制定，利益相关者需要理解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及

其对人类生计和人类福祉的重要性。

提高国家湿地调查和追踪湿地状态能力

利用知识支持湿地保护和合理利用的创新方法。

例如遥感和实地评估、公民科学以及当地民间知识

的吸收。确定并衡量湿地效益指标和变化驱动因子

是支持合理利用政策和适应性管理的关键。

在国际、国家、流域和局地层面，有各种行之

有效的湿地保护备选方案。在整个过程中，良好的

政府与公众参与非常关键，管理十分必要，投资必

不可少，知识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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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健康的自然湿地是人类生存的关键。然而，它们面临着

诸多挑战。《湿地公约》是唯一一项主要针对湿地的国际法

律条约。它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确保湿

地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巴

黎气候变化协定》和其他相关承诺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全

球湿地展望》概述了全球湿地的现状和趋势，以及面临的挑

战和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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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对可持续发展具有全球重要性

湿地对人类的生存至关重要。它们是世界上最具

生产力的生态系统，可提供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拥有

数不胜数的惠益和功能（MEA 2005； Russi et al. 

2013）。湿地包括长期或季节性淹没的淡水生境，如

湖泊、河流、沼泽、以及包括河口、潟湖、红树林和珊

瑚礁在内的滨海和海洋地区。全球水循环是初级生产力

和营养循环的基础，为人类提供淡水和食物。湿地可提

供运输方式、水电资源、广泛的原材料、基因资源和药

用植物，还可有效削减洪峰、保护海岸线、固碳和封存

碳。湿地还具有文化和精神价值，是人们消遣娱乐、寻

找精神慰藉的好去处。图 1.1 概述了部分湿地益处。

湿地对人类福祉的贡献往往被忽视或低估，因而

也导致了湿地管理在发展规划中长期被忽略。某个部门

的利益相关者在做出有关决策时，如果只顾眼前利益、

不能顾全大局，就可能会错失获得多重利益的良机，甚

至造成湿地进一步流失和退化的后果。实现湿地的合理

利用和可持续发展，需要鼓励所有部门的政策制定者认

识和考虑湿地的多重价值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实现湿地

的有效管理则需要社会多部门共同合作，特别是那些利

用湿地并从中获益、或是能对湿地保护和管理工作施加

影响的社会部门。

本书概述了全球湿地状况及其相关的功能效益。

它将为评估《2016-2024 年湿地公约战略计划》进展

情况确立基准，并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爱知生物

多样性目标”、《仙台减轻灾害风险框架》和《巴黎气

候变化协定》中加强对湿地的关注。本书审视了全球湿

地状况和趋势，识别到了湿地领域知识的欠缺，并展望

了湿地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本书中列明了许多湿地消

极趋势，但也突出强调了成功经验和最佳实践。它还评

述了湿地消失和退化的驱动因子，并概述了湿地社区和

其他部门的应对措施。

《全球湿地展望》的背景

《 全 球 湿 地 展 望 》 的 撰 写 基 于 一

系 列 分 析， 诸 如《 千 年 生 态 系 统 评 估》

（MEA 2005）、《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2014）、《 全 球 土 地 展 望 》（UNCCD 

2017）、《土地退化和恢复评估》（IPBES 

 

背景阅读 1.1

2018）以及《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

学》（Russi et al. 2013）等，各项分析均

提及湿地的消失和退化、湿地对生态系统服

务、支撑当地社区的重要性。本书借鉴了大

量已出版的文献，包括公约科技评审委员会

自 1993 年成立以来编写和汇编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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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公约》的作用

《湿地公约》是唯一一项主要针对湿地的国际法

律条约，于 1971 年在伊朗拉姆萨尔市签署，因而又被

称为《拉姆萨尔公约》。该公约于 1975 年生效，迄今

已有 170 个国家作为缔约方加入。《湿地公约》制定

的《合理利用框架》（背景阅读 1.2）提供了一种机制，

确保将湿地纳入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以支持与生物多

样性、气候变化、灾害风险削减和土地退化有关的倡议。

该公约对湿地的定义相当宽泛：“自然或人工、

常久或暂时性沼泽、泥炭地或水域地带，带有静止或流

动的淡水、淡咸水或咸水的水体，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

过 6 米的浅海区域。”《湿地公约》确定了 42 型湿地，

归并为三大类：海洋和滨海湿地、内陆湿地和人工湿地

（Ramsar Convention Secretariat 2010a）。

缔约方有三项主要义务，这些义务也是《湿地公约》

的“支柱”：

       1. 保护与合理利用所有湿地（背景阅读 1.2）；

       2. 指定并保护至少一个国际重要湿地（图 1.2）；

       3. 对跨界湿地、共有湿地系统和共享物种的保护开

展跨国界合作（背景阅读 1.3，Gardner & Davidson 

2011）。

《湿地公约》的另一个关键概念是湿地的生态

特征：“在某一特定时间表征出湿地的生态系统组

成、过程和效益 / 服务集合”（Ramsar Convention 

2005）。《湿地公约》鼓励各国维持所有湿地的生态

特征，要求向秘书处报告在国际重要湿地发生的任何人

为破坏，并采取必要行动将这些湿地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合理利用是该公约的核心，并适用

于所有湿地。它的定义是“在可持续发

展的背景下，通过实施生态系统手段来

维持 [ 湿地的 ] 生态特征”（Ramsar 

Convention 2005）。人类福祉取决

于湿地的生态系统服务。合理利用注重

湿地管理、人类跨界需求，在善治的基

础上，与当地社会合作。然而有些湿地

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合理利用”

并不适合每块湿地。缔约方通过国家政

策和法律，清查、监测和研究，培训、

教育和提高公众认识以及整合湿地管理

计划，促进湿地的合理利用。

自然宗教地和其他信仰地
娱乐

旅游和生态旅游
文化遗迹

初级生产 营养循环 全球水循环

鱼类和其他食物
原材料：木材、饲料、毛皮

基因资源
水供应

医疗资源
水电

封存碳（如蓝碳）
水质净化
水流调节
洪灾防御
海岸防护
废物降解

湿地的合理利用

文化服务 供给服务

支持服务

调节服务

图 1.1			湿地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

背景阅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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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湿地公约》

现有国际重要湿地超过 2300 个，总面积近 2.5

亿公顷，几乎与格陵兰岛一样大。每个湿地至少符合表

明国际重要性的九项标准中的一项，该标准与湿地类型、

生态群落以及对水鸟、鱼类和其他类群的生存支持有

关。国际重要湿地可能覆盖全球陆地和滨海湿地面积的

13%-18%，显示出各缔约方相当大的决心（Davidson 

& Finlayson 2018）。

图 1.2		全球国际重要湿地（来源：RSIS）

国际合作

《 湿 地 公 约》 呼 吁 在 湿 地 管 理 方 面

开 展 国 际 合 作（Ramsar Convention 

Secretariat 2010b）。其中一种措施是非

正式跨国合作或通过跨界国际重要湿地指定

开展合作。现有 20 个这样的湿地，包括两

个跨三国湿地：瓦登海（丹麦、德国和荷兰）

和莫拉瓦 - 迪耶 - 多瑙河汇流处的洪泛区（奥

地利、捷克和斯洛伐克）。通过多国管理委

员会开展覆盖河流流域的合作，例如尼日尔

河流域管理局联合贝宁、布基纳法索、喀麦隆、

乍得、科特迪瓦、几内亚、马里、尼日尔和

尼日利亚等国。共同物种的管理也很重要，

包括迁徙物种、非迁徙物种以及外来入侵物

种。这方面的例子包括东亚—澳大利西亚迁

飞路线伙伴关系，其作为湿地公约区域倡议，

与西半球水鸟保护网络的非正式合作。

另外，《湿地公约》还有 15 个区域合

作网络和 4 个用于培训及能力建设的区域中

心。

背景阅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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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政策和目标中的湿地

健康且具有生态功能的湿地是其他几项全球协定

的关键联动机制，包括与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土

地退化、气候变化和减少灾害风险的有关承诺。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可持续发展
目标”

湿地是实现联合国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和 169 项相关目标中诸多部分的核心，这些目标主要

针对贫困、饥饿、健康、能源、消费和气候变化，都将

列为今后十年全球发展行动议程。目标 15 特别呼吁对

“内陆淡水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目标 14 鼓励保护海洋和沿海地区；目标 6 以水和卫生

为重点，利用《湿地公约》的数据，以实现一个与水相

关的生态系统趋势方面的目标；几项目标以“爱知生物

多样性目标”为蓝本（见下文），并将在 2020 年后进

行修订。

“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

“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是《生物多样性公约》

中《生物多样性战略规划（2011-2022）》目标的一

部分，几乎所有目标均与湿地有关（Juffe-Bignoli et 

al. 2016）。一些目标力求阻止生态系统的丧失，其中，

目标 5 的内容是到 2020 年，至少减半乃至全部消除自

然生境的丧失；目标 11 的内容是到 2020 年通过保护

至少 17% 的陆地和内陆水域，以及 10% 的沿海及海

洋地区，使其具有“有效且公正的管理，保护区的生态

示范性及良好连通性，以及其他因地制宜地的有效保护

措施”。目标 10 侧重于珊瑚礁的保护，目标 6 涉及水

生生物的可持续利用，目标 7 关注水产养殖管理（CBD 

2010）。

防治土地退化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设定了“土地退化零

增长”的目标，以遏止进一步退化的趋势。土地退化的

许多形式与水管理有关，而土地退化还直接影响到泥炭

地、河口和河流等湿地，包括世界各地退化高发区的湿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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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协定中的湿地

《巴黎协定》

2015 年 12 月，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196 个国家政府就一项规模宏大、以减缓和适应

气候变化为目的的计划达成了一致。该协定呼吁各国将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作为关键部分，制定国家自主贡献

（NDCs）以应对气候变化，包括湿地方案。这在适应

和减缓气候变化方面都具有关键作用；湿地通过储碳和

封存碳，特别是泥炭土壤和沿海水域的蓝碳，对减缓气

候变化非常重要（Ramsar Convention 2015）。它

还鼓励各国把湿地保护和管理纳入国家自主贡献作为主

要优先事项。

《仙台减轻灾害风险框架》

2015 年 3 月，联合国减轻灾害风险办公室通过了

一项为期 15 年的减轻灾害风险自愿战略。该协定不具

法律约束力，但承认有必要“实施环境和自然资源综合

管理办法，并纳入减轻灾害风险的手段，强调了湿地在

建设弹性社区方面的重要性，特别提到了湿地在减轻洪

水风险和减弱风暴破坏方面的作用。

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多边协定

湿地及湿地生物在其他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多边

环境协定（MEAs）下受到保护，如《生物多样性公约》、

《保护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公约》（及其非洲 - 欧亚迁徙

水鸟协定）、《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以及《世

界遗产公约》。秘书处通过生物多样性联络组和参与多

边环境协定进程进行合作。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合作通过

联合任务和协同指导展开，包括应对高致病性禽流感新

问题的合作（Gardner & Grobicki 2016），以及内陆、

沿海和海洋生物多样性快速生态评估指南，《联合国防

治荒漠化公约》“土地退化零增长”的共同承诺等合作

（Ramsar Convention and UNCCD 2014）。

©
 V

ic
en

te
 W

ei
pp

er
t



©
 A

d
o

b
e

 S
to

c
k

/B
a

ro
n

b

15   湿地公约秘书处 / 全球湿地展望 / 2018

2	现状和趋势

《湿地公约》追踪全球湿地现状和趋势，这有助于衡量

“可持续发展目标”6 的进展情况。处于内陆、沿海和海洋

生境的自然湿地都在减少；虽然人工湿地有少量增加，但仍

于事无补。湿地物种的种群数量正在减少，许多物种都受到

威胁。全球水质仍在恶化。然而，因湿地在诸如粮食和水安

全、减轻灾害风险和碳封存等方面的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性，

与其它生态系统相比，湿地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其经济和生

物多样性价值远远超过许多陆地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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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公约》追踪全球湿地现状和趋势

鉴于《湿地公约》对缔约方有特别要求，即通过“合

理利用”保持所有湿地的“生态特征”，对现状和趋势

的分析是围绕公约对生态特征的定义进行的（背景阅读

2.1）。因此，它主要阐述了构成湿地生态特征的生态

系统组成、过程和服务，其详尽程度取决于信息的获得。

目前正在通过湿地调查从缔约方处收集湿地范围等湿地

生态特征的数据，从 2018 年 1 月起，各国向《湿地公

约》提交的国家报告将包含这些数据。由于该公约与联

合国环境署共同管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6.6.1（与水有关的生态系统范围随时而变），这些数

据将被用作编制报告的正式机制。

公约规定维护湿地生态特征的责任，包括《生

物多样性公约》中的生态系统方法。

湿地生态特征（Ramsar	Convention	2005）

2005 年，公约将湿地的“生态特征”重

新定义为“在某一特定时间表征湿地的生态

系统组成、过程和效益/服务的集合”，如图2.1

所示。

“合理使用”于 2005 年被重新定义之

后，现在公约要求缔约方必须维持所有湿地

的生态特征，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只针对那些

认定的“国际重要湿地（拉姆萨尔湿地）”，

（Finlayson et al. 2011）。并进一步要求，

如有国际重要湿地的生态特征“由于技术开

发、污染或其他人为干扰而发生了变化、正

在发生变化或可能发生变化”，缔约方要进

行上报。

背景阅读2.1

图 2.1		表征湿地生态特征概念化的组成、过程和生态系统服务概略图（引自 Finlayson et al. 2016）

			组成 生态服务

过程

生物的
- 遗传
- 物种
- 生态系统
化学的
物理的

供给
调节
支持
文化

水循环
养分循环
能量循环
土壤形成
初级生产
物种相互作用
散布与迁徒



17   湿地公约秘书处 / 全球湿地展望 / 2018

全球湿地面积数据的准确性不断提高

据最新预测，全球内陆和滨海湿地面积超过 1210

万平方千米，几乎与格陵兰岛面积一样大。其中 54%

被永久性淹没，46% 被季节性淹没。估计还有 520 万

平方千米间歇或偶尔地被淹没，但人们相信这包括受极

端风暴影响的、湿地已被改造的地区。大约 93% 的湿

地是内陆系统，剩下的 7% 是海洋和沿海系统 - 尽管

这一带滨海湿地的估测不包括个别湿地类别，例如近海

岸潮下湿地，但这也属于《湿地公约》定义的范围。相

比之下，全球人工湿地面积较小：水库面积约为 30 万

平方千米，稻田面积为 130 万平方千米（Davidson 

et al. 2018；Davidson & Finlayson 2018）。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全球湿地面积的估测值

大幅度增长，这主要是由于遥感和绘图方法的最新改

进；并不意味着实际湿地面积的增加（Davidson et 

al. 2018）。

最 大 的 湿 地 区 域 在 亚 洲（ 占 全 球 湿 地 面 积 的

32%）、随后是北美洲（27%）、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地区（16%）。而欧洲（13%）、非洲（10%）和大

洋洲（3%）的面积较小（Davidson et al. 2018）。

©
 E

q
u

ili
b

ri
u

m
 R

e
s

e
a

rc
h

图2.2		湿地面积的区域分布（%）（引自 Davidson et al.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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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湿地减少，人工湿地增加

几个世纪以来，由于排水和改造，世界上大多数

地区的自然湿地日益减少，现存的自然湿地仅占其原始

面积的小部分（背景阅读 2.2）。在有数据记录的地区，

自公元 1700 年以来，全球湿地资源损失高达 87%

（这可能不代表全球总量），而且 20 世纪后期的湿地

损失率在持续上升（Davidson 2014）。然而，对全

球淹没区和开敞水域面积（包括自然湿地和人工湿地）

的变化趋势最新评估报道了在不同时期净面积的损失

（Prigent et al. 2012； Schroeder et al. 2015）和

增加（Pekel et al. 2016；背景阅读 2.4）。

自 2014 年以来，《湿地公约》委托联合国环境

署世界保护监测中心基于湿地样本，研发湿地范围趋势

（WET）指数（Dixon et al. 2016）。该指数整理了

1970 年至 2015 年间的 2000 多个时间序列数据，并

按区域和湿地类别进行了细化归类，汇总并分析了其平

均趋势。

根据湿地范围趋势指数估算的自然湿地年均损失

率为 -0.78%，比 1990 年至 2015 年间的自然森林年

均损失率（-0.24%）高三倍以上（FAO 2016a）。

自 2000 年以来，自然湿地的年损失率已从 1970 年

至 1980 年间的 -0.68%~-0.69% 加快到 -0.85%~ 

-1.60%。

相比之下，自 20 世纪 70 年代（甚至更早）以来，

人工湿地一直在增加，其中有些是从自然湿地改造而来。

水库面积增加了 30%，稻田增加了约 20%（Davidson 

et al. 2018）；见第 23 页。湿地范围趋势指数显示，

尽管与自然湿地相比，人工湿地的面积相对较小，但自

1970 年以来，所研究地区的人工湿地面积增加了两倍

（图 2.4）（Davidson et al. 2018）。因数据有限，

导致区域趋势无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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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区域列出的自然湿地范围趋势指数

按区域加权的内陆和海洋 / 沿海湿地范围趋势指数

非洲 
亚洲
欧洲
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
地区 
北美洲
大洋洲

具有上、下置信限的人工湿地范围趋势指数

加权的海洋
/ 沿海湿地 

加权的内陆
湿地

图2.3		1970 年来全球和地区的自然湿地范围趋势指数

请注意，湿地范围趋势指数仅对已报道的案例进行趋势分析，不应被

视为大洲尺度上总湿地面积变化的指标。

图2.4		1970 年来全球人工湿地范围趋势指数

来源：联合国环境署世界保护监测中心（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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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7 年，这一指数分析扩展到所有国际重要

湿地，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UN WCMC 2017）。

分析（图 2.3）表明，1970 至 2015 年期间所研究的

海洋 / 滨海湿地和内陆自然湿地面积减少了约 35%，

所有地区的平均湿地面积都有所下降，下降比例从

12%（大洋洲）到 59% 不等（拉丁美洲，其中，加勒

比地区数据不包括奥里诺科和亚马逊；两者均是湿地样

本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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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湿地变化展现了全球趋势

两千多年来，欧洲的土地利用变化导致了大规模

的湿地排水，主要用于农业和城市发展。由于农业、

港口和工业发展的不断侵占，河口、河谷和洪泛平原

都 发 生 了 剧 烈 变 化（Davidson et al. 1991）。 许 多

湿地的生态特征发生了变化，其中有修建水库和其他蓄

水设施的原因：在伊比利亚，所有主要的河流都修建

了水坝（Nicola et al. 1996）。生境的丧失破坏了生

态系统的功能和服务，特别是浅水渔业（Lotze et al. 

2005； Lotze 2007）， 如瓦登海 （Eriksson et al. 

2010），该区域同时失去了大部分本地牡蛎礁 （Airoldi 

& Beck， 2007）。在 20 世纪 60 年代，Mar 项目整

理了国际重要湿地的国家编目（IUCN 1965），发现

自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湿地加速流失，“从 1960 年到

1965 年，每天都有一公里的欧洲海岸被开发”（Airoldi 

& Beck 2007）。Davidson （2014） 报 道 了 20 世

纪和 21 世纪初欧洲滨海和内陆湿地的重大损失。然

而，通过填埋水库、水淹采石场和采砾场以及恢复被排

干的湿地而产生了新的湿地（Hertzman & Larsson 

1999）。湿地范围趋势指数显示，自 1970 年以来，欧

洲内陆和滨海湿地的总体损失约为 35%（UN WCMC 

2017）。

地中海湿地面积趋势

对约 400 个地中海湿地进行的湿地范

围趋势指数的计算表明，1970-2013 年期

间自然湿地丧失了 48%。这意味着该地区

的湿地状况比周边三大洲的状况更严峻（非

洲 42%、 亚 洲 32%、 欧 洲 35%） （UN 

WCMC 2017）。这与以前的计算结果形成

了鲜明对比，之前的计算只使用了 400 个湿

地中的四分之三，发现 1975 年 -2005 年

期间只丧失了 9% 的自然湿地。损失比例较

小的原因部分是由于只包括了那些生境仍然

良好的湿地，而不包括那些 2005 年前完全

或大部分丧失的湿地。相反地，其他地点的

文献报告可能会导致损失被高估，因为湿地

损失较大的地点更有可能被上报。这两种相

反的偏差说明了采样对计算区域湿地损失的

影响。

                                     来源：地中海湿地观测站

背景阅读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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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陆自然湿地的面积正发生变化，总体呈下降趋势

尽管《湿地公约》各缔约方向第十三届缔约方大

会提交了关于湿地范围的国家报告，提供了初步的国家

数据，但关于各类湿地的范围、分布和趋势的数据仍不

完整。随后提交的国家报告将完善各国数据，这些数据

可在地区和全球层面，以及根据《湿地公约》的湿地类

别、内陆、海洋和滨海以及人工湿地的分类进行汇总。

通过这一机制，基于国际公认的湿地定义，提供了经过

验证的国家数据，可衡量“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6.6.1

与水有关的生态系统的范围。Davidson 和 Finlayson

（2018）展示了关于不同湿地类型的多种信息来源；

然而，目前还缺乏《湿地公约》分类中所有 42 种湿地

类型各自的信息。因此下文使用了广义的湿地类别（表

2.1-2.3）。

内陆自然（地表）湿地由三大类组成：泥炭地、

冲积土上的草本沼泽和木本沼泽，以及自然湖泊。这三

类湿地约占全球地表内陆湿地面积的 80%（图 2.5）。

泥炭地占内陆湿地的 30% 以上。河流与溪流、森林泥

炭沼泽和木本沼泽，以及冲积土洪泛森林面积较小。虽

然缺乏有关依赖地下水的不同湿地类型面积信息，但地

下湿地可能存在于大部分碳酸盐岩石下，在全球陆地表

面的碳酸盐岩石占地约 1900 万平方千米（Williams 

2008），地下湿地的面积比内陆和滨海地表湿地的面

积更大。

大部分有数据的内陆湿地类别在全球范围内都在

减少，尤其是森林泥炭地和热带泥炭地大幅度下降，

尽管 1990 至 2008 年间全球泥炭地面积总体变化不

大，而非森林泥炭地的面积据报还略有增加（数据来自

Joosten 2010），部分原因可能是森林泥炭地被改造（表

2.1）。

背景阅读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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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各内陆自然湿地类别的相对面积（%）（摘自表 2.1）

全球地表水面积趋势

1984 年至 2015 年期间，估计永久地表

水（淡水和咸水）损失近 9 万平方千米（占

全球已测水域面积的 2%）。这一损失被 21

万平方千米新的永久水体所抵消，其中 3 万

平方千米由季节性淹水变为永久性淹水，而

且有 18 万平方千米的永久水体是在以前没有

地表水的地区形成的。除大洋洲有少量净损

失（1%）外，各大洲的永久水体都有净增加

（Pekel et al. 2016）。这些数据需要结合

评估时期来进行解读，同时考虑干旱和洪水

等极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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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陆湿地的变化

























河流溪流 0.624-0.662

3.232-4.200

4.232

2.530

1.170

-0.97

+6.80

-25.32

-28

自然湖泊

泥炭地

地下水依赖型湿地

热带淡水沼泽（冲积土）

森林湿地（在冲积土上）

自然湖泊（>10 公顷）

热带泥炭地

泉水和绿洲

无林泥炭地（藓类泥炭地、
沼泽泥炭地）

2.670

1.505

3.118

自然池塘（1-10 公顷）

北方温带泥炭地

其他地下水依赖型湿地    

森林泥炭地

喀斯特溶洞系统

0.562

3.380

1.460

0.696

内陆自然湿地 全球面积（百万平方千米）

湿地类别 湿地亚类 a
全球面积变化

（%）b

全球面积变化

（定性的）c

表2.1		海洋 / 滨海自然湿地的范围和面积变化

a. 不同的湿地亚类根据不同的标准定义，其和不一定等于湿地类别的总数。北方温带泥炭地和热带泥炭地的面积

不能与非森林泥炭地和森林泥炭地相加；更确切地说，这是所有泥炭地的两种不同的空间归类。

b. 面积变化百分比的年份范围因来源和湿地类别而异：泥炭地、非森林泥炭地、森林泥炭地的年份范围是 1990-

2008 年，热带泥炭地的年份范围是 2007-2015 年。

c. 如果没有定量趋势，则从一系列已公布的小面积湿地类别趋势中解读定性趋势（引自 Davidson & Finlayson 

2018）。

定性的面积变化：

不变：（±5%）
减少（-5-50%）
增加（+5-50%）

来源：Davidson & Finlayson 2018； Global Mangrove Watch。浅蓝色阴影表示没有可用的数据或信息。

沼泽（在冲积土上），包括洪泛平原 



0.458

全球面积（百万平方千米）	

全球面积变化
（%）b

全球面积变化
（定性的）c湿地类别 湿地亚类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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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滨海 /海洋湿地类型的面积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减少










































表2.2	自然海洋 / 滨海湿地的范围和面积变化

河口

红树林

海草床

贝类礁

海岸潟湖

海藻森林

海岸喀斯特溶洞

珊瑚礁（温水系统）

浅水潮下带海洋系统

沙丘 / 海滩 / 基岩海岸

无植被的潮滩

盐沼

滨海三角洲

0.660

0.143 -4.3%

0.177 -29

-

-

0.284 -19

-85

-0.018

0.550

>0.030 -52.4

来源：Davidson & Finlayson 2018； Global Mangrove Watch。浅蓝色阴影表示没有可用的数据或信息。   

a. 不同的湿地亚类根据不同的标准定义，其和不一定等于湿地类别的总数。

b. 面积变化的年度范围因来源和湿地类别而异：滨海三角洲 1986 年 -2000 年；红树林 1996-2016 年；海草床

1879-2005 年；珊瑚礁 2008 年以前；贝类礁 2010 年以前；海带森林 1952-2015 年。

c. 如果没有定量趋势，则从一系列已公布的小面积湿地类别趋势中解读定性趋势（Davidson & Finlayson 

2018）。

定性的面积变化：

定性的面积变化：

不变：（±5%）
减少（-5-50%）
减少（>-50%）
增加（+5-50%）

在全球范围内，几乎所有自然滨海湿地类别的面

积都有所减少（表 2.2），不少类别的损失非常大（滨

海三角洲、海草床和贝类礁）。海藻森林是个例外，其

趋势变化很大，某些地区下降，但在另一些地方则有所

增加。

28% 34% 2% 8% 11% 17%

图2.6	自然海洋 /滨海湿地的相对面积（%）

无植被的潮滩 
盐沼
滨海三角洲 
红树林 
海草床 
珊瑚礁（温水
系统）

自然滨海 / 海洋湿地中，面积最大的是无植被

的潮滩、盐沼和珊瑚礁，它们占全球湿地总面积的近

80%，红树林和海草床面积较小（图 2.6）。这些数

据不包括沙丘、海滩、基岩海岸、贝类礁、海藻森林和

浅滩潮下系统，因为这些湿地缺乏面积信息。其中，浅

滩潮下系统面积较大，贝类礁和海藻森林面积较小。

（自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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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湿地面积有所增加

随着自然湿地的减少，人为建造的湿地数量不断

增加，经常会取代自然湿地，但并不一定总是如此。人

工湿地的面积主要来自稻田、水库等蓄水体，还有面积

小得多的小池塘、泥炭土壤上的热带棕榈油和纸浆种植

园。暂时缺少人工湿草地、盐池、水产养殖塘和污水处

理池的全球面积数据。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大多

数类别的人工湿地全球面积大幅增加（表 2.3），目前

可能占世界湿地的 12% 左右。

表2.3 人工湿地的范围和面积变化

a. 面积变化百分比的年度范围因来源和湿地类别而异：水库 1970-2012 年；水稻生产区 1965-2014 年；棕榈

油种植园 1990-2015 年。

b. 如果没有定量趋势，则从一系列已公布的小面积湿地类别趋势中解读定性趋势（Davidson & Finlayson 

2018）。 






不变：（±5%）
减少（-5-50%）
增加（+5-50%）
增加（>+50%）



人工湿地 全球面积变化
（百万平方千米）

	全球面积变化
					（%）a

	全球面积变化
				（定性的）b

0.443

1.290 +30.2

0.077

0.002 +39

+31.6

蓄水体

农业湿地

湿地废水处理系统 / 人工湿地

盐田（盐泉 / 盐湖）

水产养殖池塘

人造喀斯特溶洞

水库

水稻田

小池塘（如农用）

棕榈油种植园

湿草地



 













-

来源： Davidson & Finlayson 2018。浅蓝色阴影表示没有可用的数据或信息。 



23   湿地公约秘书处 / 全球湿地展望 / 2018      湿地公约秘书处 / 全球湿地展望 / 2018   24  

-

-

众多依赖湿地的物种种群正在减少

最近的评估支持了早期的分析，表明许多依赖湿

地的物种长期减少，并面临灭绝风险。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 红色名录评估了动植

物物种灭绝的威胁程度，并表明：

红色名录指数（RLI）源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红

色名录数据，评估了物种类群生存概率的趋势（Butchart 

et al. 2007）：

地球生命力指数（LPI）计算了脊椎动物种群多度

随时间的平均变化速度，而不是种群大小的绝对变化速

度。它表明：

全球范围内被评估的超过 19500 多种依赖湿地的物

种中，四分之一（25%）正濒临灭绝的威胁； 

自 1970 年以来，81% 的淡水物种种群在全球范围

内下降（图 2.7），比任何依赖其他生态系统的物

种种群的下降趋势要大得多（WWF 2016）；

1979 年至 2008 年期间，温带地区淡水物种指数

增加了 36%，而热带地区则减少了 70%（WWF 

2012）；

与淡水生命力指数相比，2016 年统计的海洋生命力

指数则下降了 36%，其中很大一部分发生于 20 世

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后期，此后趋势趋于稳定（图

2.7），反映了 1988 年后全球鱼类捕捞量的趋势稳

定，但种群数量很低（WWF 2016）。

据现有数据，四个湿地类群（哺乳动物、鸟类、两

栖动物和珊瑚）的红色名录指数均显消极趋势（图

2.8），表明这些物种正日益走向灭绝；

珊瑚的下降速度最快（尤其因为与海洋酸化和变暖

驱动的漂白事件相关）；

两栖动物的红色名录指数最低，表明驱动之下它们

面临的威胁最大（特别是壶菌引起的威胁）；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水鸟数量一直在下降。

被评估的沿海和近岸海洋物种数量非常小（不到

1500 种），它们具有相似的全球威胁程度（23%），

且 1% 的物种处于极危状态。

依赖河流、溪流的内陆物种受到的全球威胁

（34%）大于依赖草本沼泽和湖泊的物种（20%）；  

与陆生物种相比，依赖于内陆湿地的物种灭绝风

险更高（Collen et al. 2014）。

图2.7	2016 年淡水、海洋和陆地生物群落的地球生命力指数

图2.8	红色名录指数中不同湿地物种类群存活的变化趋势

陆地生物群落包括热带和温带森林、草原、灌木林地和沙漠。

地球生命力
指数

陆地
海洋 
淡水

鸟
哺乳动物 
两栖动物 
珊瑚

年

2

1

0

1

0.95

0.9

0.85

0.8

0.75

0.7

0.65

0.6

1970

1980

指数值
（1970=1）

物
种
存
活
红
色
名
录
指
南

1980

1985

1990

1990 1995

2000

2000 2005

2010

2010 2015

25% 依赖内陆湿地的物种（被调查物种超过 18000

种）在全球尺度上受到威胁，其中 6% 处于极危状态；

来源：改编自 WWF（2016）

来源：国际鸟盟（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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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地区湿地依赖物种呈现高危区域发展趋势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已经对淡水物种和种

群的区域分布状况和趋势进行了评估，但并未覆盖世界

上的所有区域或每个类群。全球受胁物种比例来自于对

现存物种进行评估后得出的威胁水平（排除已灭绝物种

和统计数据不足的物种）。

从分布区域来看，不同生物地理区（具有广泛

相似的进化历史的区域）全球受胁的淡水类群百分比

在 20％至 37％之间变化（图 2.9）（Collen et al. 

2014），其中热带地区所受威胁最高。在更精细的空

间尺度上，不同地区湿地依赖物种的全球威胁水平差

异很大（表 2.4）。在所有被评估地区中，马达加斯加

（43% 的湿地依赖物种已处于全球受胁状态）、新西

兰（41%）、欧洲（36%）和拉丁美洲热带安第斯山

脉（35％）的物种状况最差，而非洲（25%）与阿拉

伯半岛（22%）也存在严重的问题。亚洲部分地区物

种全球威胁水平较低（印度 - 缅甸，喜马拉雅东部和

印度：10-19％），北美洲（20％），东地中海（19％）

和大洋洲太平洋岛屿（12％ - 仅淡水鱼）。即使在这

些地区，一些类群也面临着风险，如印度 - 缅甸的蟹

类和哺乳动物；印度的两栖动物和淡水鱼；北美的淡水

虾；地中海东部的非海洋软体动物，十足目动物和淡水

鱼等。

图2.9 各生物地理区中淡水脊椎动物和十足目（蟹类和小龙

图2.10 非洲淡水物种状况（引自 Darwall et al. 2011）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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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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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球
受
胁
湿
地
依
赖
物
种
所
占
百
分
比

(%)
印尼 -

西马来亚
新热带区

软体动物
两栖动物

蟹

鱼

水生植物

虾
蜻蜓

古北区 新北区 澳大利亚、
大洋洲

非洲
亚热带区

       生物地理区

热带选定地区淡水物种状态	

非洲大陆：	在非洲，被评估的淡水类

群中，全球受胁程度最高的物种是软体动物

（41％），其次是两栖动物（31％），蟹类（28％）

和鱼类（27％）（Darwall et al. 2011）。

印度-缅甸，东喜马拉雅和西高止山脉：	

许多印度 - 缅甸物种处于全球受胁状态，包

括 77％依赖于湿地的哺乳动物，以及蟹类

（34％），两栖动物，鱼类和软体动物（各

占 17％）。只有极少数物种（2％）处于极

度濒危状态。在东喜马拉雅山脉和西高止山

脉地区的鱼类受胁程度较高（分别占 18％和

37％），西高止山脉地区的两栖动物受胁比

例为 41%，其他类群的受胁程度低于欧洲和

非 洲（Allen et al. 2010， 2012； Molur 

et al. 2011）。

	

热带安第斯山脉：	18％的淡水物种为全

球受胁，其中 4％处于极度濒危状态。受威

胁程度最高的是软体动物（38% 全球受胁，

其中 15% 为极危）和水生植物（33% 全球

受胁，8% 极危）（Tognelli et al. 2016）。

马达加斯加和印度洋群岛：	许多淡水

类群处于全球受胁状态，特别是水生植物

（80％），小龙虾（67％），两栖动物（49％），

鱼类（43％）和非海洋软体动物（30％）

（Máiz-Tomé et al. 2018）。

背景阅读2.4（另见表 2.4）

极危
濒危 
易危
近危 
& 无危

（热带地区：红色；其他地区：蓝色）

来源：Collen et al.（2014）

虾）的全球受胁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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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全球
受胁物种
10-25%
>25%
未评估分类

依赖湿地的物种发展趋势

来源：IUCN Freshwater Red List publications & Red List database1。

1. 非洲大陆：Darwall et al. 2011； 马达加斯加： Máiz-Tomé et al. 2018； 印度 - 缅甸： 

Allen et al. 2012； 东喜马拉雅： Allen et al. 2010； 印度： Molur et al. 2011； 阿拉伯半岛： 

Garcia et al. 2008； 热带安弟斯山脉： Tognelli et al. 2016； 欧洲： BirdLife International 

2015a， Bilz et al. 2011， Cuttelod et al. 2011， Freyhof & Brooks 2011， Kalkman 

et al. 2010， Temple & Cox 2009， García Criado et al. 2017； 大洋洲太平洋岛屿： 

Pippard 2012； 东部地中海： Smith et al. 2014； 其他： Red List database 2017.3 （2017

年 10 月 30 日查询）。

* 仅地方性物种

** 红色名录评估包含许多水鸟，但是很多亚区红色名录淡水动物评估未涵盖该类群。

全球受胁百分比（%）

地区 亚区

石

松

类	

与

蕨

类	

淡

水

维

管

植

物

非

海

洋

软

体

动物

所

有

被

评

估

类群

湿地

依赖

性哺

乳动

物		

小
龙
虾

淡
水
虾

淡
水
鱼

两
栖
动
物

水
鸟
*
*

蟹

类

														

蜻

蜓

非洲

亚洲

欧洲

拉丁美洲
加勒比海

欧洲

东地中海

热带安弟斯山脉

北美洲

新西兰

大洋洲的太平洋
岛屿

北美洲

大洋洲

非洲大陆 24

16

2

9

40 8

3

33 38 15 16 35

47 0 0 0 49 41

12 12

75

45 44

20 20 202240

7 41 33 5 38 19

59 67 41 16 40 23 15 36

12 11 4 3 37 41

2 8 2 18 10

19

17 34 0 4 17 17 12 77 13

24 0 29 50 22

80* 30 15 67 4 7 43 49 43

41 28 19 11 27 31 25

阿拉伯半岛

印度 - 缅甸

东喜玛拉雅山脉

印度

马达加斯加和
印度洋岛屿

表2.4	不同地区内陆湿地依赖类群的全球威胁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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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湿地的物种状况：类群组

对不同类群组状态的评估已经开展，包括迁徙水

鸟迁飞路线的评估等内容，通常这些评估针对标志性物

种。表 2.5 进行了总结。只能对少数类群的全球状况做

出评估，包括：海草、珊瑚、两栖动物、海龟、水鸟和

哺乳动物。

评估结果如下。这些评估展现出一幅物种消亡的

图景，令人十分沮丧，每个类群都面临着威胁。一多半

的被评估类群中有超过四分之一的物种处于全球受胁状

态，而海龟的所有物种都处于全球受胁状态。

几乎所有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中被评估

的内陆和滨海湿地依赖物种都面临较高的全球威胁水平

（超过 10% 的物种已处于全球受胁状态）。

湿地依赖类群的状况总结如下（部分数据来自不

完全统计）：

蕨类和石松类植物

在欧洲（唯一被评估区域），36％的湿地依赖物

种受到全球威胁（Garcia Criado et al. 2017）。

以下物种面临着全球灭绝的高风险：海龟（100%

的物种处于全球受胁状态），湿地依赖大型动物群

（62%），淡水爬行动物（40%），非海洋软体动

物（37%），两栖动物（35%），珊瑚（33%），

以及蟹类和小龙虾（32%）。

所有被评估的类群中，只有珊瑚礁依赖性鹦鹉鱼和

刺尾鱼（2% 全球受胁）以及蜻蜓（8%）所受威胁

较低。

表2.5 不同湿地依赖类群的全球威胁状况总结（IUCN红色名录）

<10% 全球
受胁物种 
10-25%
>25%

1 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红色名

录状态：极危

（CR）；濒

危（EN）；

易危（VU）。

2 仅欧洲地区。

3 仅部分地理

区域。

湿地依赖类群的全球受胁状况

湿地依赖物种类群 全球受胁百分比 1 极度濒危百分比
（%）

石松类 & 蕨类 2 36

17

16

17

33

37

32
32

28
8

29

2

35

40

100

18

23

62

未知

4

4

0

0

9

11

33

3

3

27

3

1

1

10

5

5

10

淡水维管植物 3

海草类

红树林

珊瑚

蟹类

小龙虾

 淡水虾

蜻蜓

鱼类

两栖动物

水鸟

爬行动物

哺乳动物

湿地依赖大型动物群
（重量超过 30 千克的鱼类、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

淡水鱼

淡水爬行类

珊瑚礁鱼类（仅包括鹦鹉鱼与刺尾鱼）

海龟

非海洋软体动物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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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维管植物

整体上红色名录威胁程度相对较低（全球受胁的

比例为 17％），但差别很大，从 2％（印度 - 缅甸）

到非洲的 24％和热带安第斯山脉的 33％。

海草类

72 个物种中，31% 的物种在减少，仅有 7% 在

增加。10 个物种（占 16％）濒临灭绝的风险增加，其

中 3 个已达濒危级别（Short et al. 2011）。

红树林

被评估的 66 个物种中有 11 种（17％）为全球受

胁（Polidoro et al. 2010）。须特别关注的是中美洲

的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地区，这些地区高达 40％的物

种面临灭绝的威胁。

珊瑚

被评估的 704 个物种中有 33% 处于全球受胁状

态（Carpenter et al. 2008）。从地区来看，加勒比

地区和珊瑚三角洲地区（西太平洋）的珊瑚濒临灭绝风

险的比例最高。1996 年至 2008 年间，全球受胁状况

恶化了 17.8％（BirdLife International 2015）。

非海洋软体动物

全球受胁状况高达 37％，欧洲上升至 59％，东

地中海上升至 45％，非洲上升至 41％，热带安第斯山

脉上升至 38％（Cuttelod et al. 2011）。

蟹类

32% 处于全球受胁状态，其中 5% 为极危（collen 

et al.2014）。非洲和印度 - 缅甸地区受胁水平很高。

淡水小龙虾

32% 为全球受胁，其中 10% 为极危（Richman 

et al. 2015）。

淡水虾

479 种物种中有 28％为全球受胁，其中 4％处于

极度濒危状态。新北区（仅有少数物种，但 46% 为全

球受胁状态），古北区（32％）和印尼 - 马来亚（30％）

地区的物种受胁水平最高（De Grave et al. 2015）。

从地区来看，欧洲地区（41％）和北美地区（40％）

的虾类面临较高的威胁（表 2.4）。

蜻蜓

这 是 唯 一 被 评 估 全 球 状 态 的 昆 虫 类 群

（Clausnitzer et al. 2009）。已进行区域评估的只

有 8% 为受胁状态，相对于其他湿地依赖类群受胁程

度较低。1968 个物种平均受胁水平也很低（8%），

仅有 1.5% 为极度濒危状态。

淡水鱼

在 8389 个被评估物种中，29% 为全球受胁，其

中 5% 处于极危状态。威胁水平最高的地区是阿拉伯半

岛（50%），新西兰（49%），马达加斯加（43%），

东地中海（41%）和欧洲（40%）。

鹦鹉鱼和刺尾鱼

160种珊瑚礁鱼类的大部分分布广泛且为无危级，

仅有3种（2%）处于全球受胁状态（Comeros-Raynal 

et al. 2012）。

两栖动物

湿地依赖两栖动物处于受评估淡水类群中全球受

胁程度最高的类群。特别是受壶菌的影响，35% 的两

栖动物处于全球受胁状态，其中 9％为极危（Stuart et 

al. 2004； Red List database 2017）。新西兰（75％），

马达加斯加（49％），印度（41％）和东地中海（33％）

地区的受胁程度很高，依赖河流和溪流的两栖动物比

依赖静水的两栖动物全球受胁程度更高（Stuart et al. 

2004）。1980 年至 2004 年间，全球状态恶化了 4.3％

（BirdLife International 2015）。

爬行类

作为受胁程度最高的类群之一，有 40％的物种为

全球受胁，11％为极危（Collen et al. 2014）。7 种

海龟中，被评估的 6 种全部处于全球受胁状态，其中

棱皮龟和太平洋丽龟为易危物种，大西洋绿龟和绿海龟

为濒危物种，玳瑁和肯普氏丽龟为极危物种（IUCN-

SSC Marine Turtle Specialist Group）。 最 新 评

估结果表明，这 7 个物种中有 6 个物种局部种群数量

在增长，但在西太平洋地区种群数量仍呈持续下降趋势

（Mazaris et a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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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鸟

尽管物种水平上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全球威胁水

平，但仍有 18% 处于全球受胁，3% 为极危（IUCN 

Red List database）。 全 球 受 胁 状 况 在 1988 年

到 2016 年 间 恶 化 了 1.5%（BirdLife International 

2018）。20 世纪 70 年代，水鸟生物地理种群很糟

糕并处于全球恶化状态；虽然总体状况在 1976 年至

2005 年间略有改善，但 47％的种群其数量仍在减少或

已灭绝（Wetlands International 2010）。

哺乳动物

23% 的内陆湿地依赖性哺乳动物为全球受胁状

态，其中 3% 极危（Collen et al. 2014）。1996 年

到 2006 年间全球受胁状况恶化了 1.9%（BirdLife 

International 2015）。   

 

淡水大型动物群

重量大于 30 千克的湿地依赖鱼类、爬行类和哺

乳动物面临着巨大的灭绝威胁：107 个被评估物种中

有 62% 为全球受胁，其中 27% 极危 （Carrizo et al. 

2017）。南亚和东南亚地区淡水大型动物群受胁状态

的比例非常高。

长途迁徙水鸟状态仍不容乐观。尽管 21 世纪初

在某些迁徙路线上它们的状态有所改观，但其他飞行

路线上它们的状态仍在恶化（Wetlands International 

2010； Davidson 2017）；

留鸟与短途迁徙候鸟的状态及其发展趋势也存在

区域差异。

只有火烈鸟、蛎鹬、长脚鹬和反嘴鹬、鹈鹕、海鸥、

燕鸥和剪嘴鸥，增加的种群数量多于减少的种群；

亚太地区飞行路线状况很差，但从 20 世纪 70 年代

开始有了改善 ;                                          

美洲的飞行路线状况相对较好且最近有所改善；

以下四个区域（南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亚洲和

大洋洲）的种群仍然状态较差，其中亚洲地区最差，

大洋洲最近有所改善。

北美和欧洲的留鸟种群状态相对较好，自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以来状态持续改善。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非洲 - 欧亚地区的飞行路

线一直在稳步减少，其中东欧、西亚和东非的飞行

路线状况尤其糟糕；

其他 13 组水鸟的状况都有所恶化，特别是秧鸡及长

脚秧鸡、斑胸滨鹬、水雉、彩鹬和鹳；

据估计，地中海、北欧和中欧以及高加索地区每年

有 180 万只水鸟 / 海鸟被非法捕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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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变化主要呈下降趋势

水质是关乎人类福祉的关键性问题（Horwitz et 

al. 2012），然而水质变化几乎完全呈负面趋势。水质

下降导致湿地退化，尽管湿地同时也通过生态系统调节

功能改善了水质 （Russi et al. 2013）。主要威胁包

括未经处理的废水、工业废物、农业径流、土壤侵蚀和

沉积物的变化（见驱动因子部分）。自 20 世纪 90 年

代以来，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几乎所有河流的水污染

状态都在加剧（WWAP 2017）。随着气候变化、经

济发展、农业扩张和集约化的推进，水质恶化预计仍将

加剧，人类健康、湿地和可持续发展面临日益严重的威

胁（图 2.11， Veolia & IFPRI 2015）。 

过多的沉积会影响水生生物多样性（Jones et al. 

2012； Kemp et al. 2011），相反地，若沉积物被水

坝阻拦，会减少海岸和三角洲地区沉积物的输入，（“沉

积物饥饿”）导致地面沉降和湿地减少。密西西比三角

洲的湿地流失及其对风暴和洪水抵御能力的缺失极大地

增强了 2005 年卡特里娜飓风带来的冲击，部分原因是

由于建设了大坝（Batker et al. 2010）。       

全球水质监测计划的早期发现表明严重的病原

体污染（图 2.13）已经影响了拉丁美洲，非洲和亚

洲三分之一的河流流域（UNEP 2016）。尽管卫生

设施覆盖率有所提高（WHO/UNICEF 2015），过

去二十年间该地区粪大肠杆菌负荷整体上仍在增加。

湿地的微生物污染会带来严重的健康风险 （Santo 

Domingo et al. 2007），会导致霍乱和贾第虫病等疾

病的传播（Horwitz et al. 2012）。   

       

盐度是水质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清除植被和灌

溉盐化的土壤会导致盐分淋溶，盐分随灌溉水渗透土壤

层，导致地下水盐度增加（OECD 2012a）。上升的

地下水位会引起土壤和湿地盐渍化。在滨海地区，过度

抽取地下水和海平面上升都会导致海水入侵（OECD 

2015a； Werner et al. 2013）。地下水盐化和土壤

盐渍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逆转的（Bennett et al. 

2009）。

通过控制发电厂的含硫污染物，经合组织国家减

少了酸沉降的发生及其影响。然而，来自化石燃料的氮

氧化物和来自农业的氨仍然导致酸沉积到湿地，随之造

成水体富营养化。酸性矿区排水是许多国家的主要污染

物（Simate ＆ Ndlovu 2014），采矿活动也是溶解性

重金属的重要来源。

湿地的热污染通常与发电厂和工业有关联。它

减少氧，改变食物链，减少生物多样性并促进嗜热

物种的入侵（Chuang et al. 2009； Teixeira et al. 

2009）。热污染的全球程度和影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

（OECD 2017）。

工业和市政废水处理能力大体上可以反映一个国

家的经济收入。平均来说，高收入国家废水处理率为

70%，收入中等偏上的国家废水处理率为 38%，收入

中等偏下的国家废水处理率为 28%，而低收入国家仅

处理 8% 的废水（Sato et al. 2013）。全球 80% 的

废水在未经充分处理的情况下被排入湿地 （WWAP 

2012； UN-Water 2015）。  

每年大约有 250 亿到 400 亿吨地表土被侵蚀，

主要来自于农业用地。土壤侵蚀每年运送了 2300-

4200 万吨氮和 1500-2600 万吨磷 （FAO and ITPS 

2015）。在全球范围内，湿地水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

养分负荷增加和水体富营养化（图 2.12）。在北美五

大湖地区，来自农业和家庭草坪的分散性污染源在不断

增加，而这也意味着伊利湖地区将再度变得富营养化

（Michalak et al. 2013； Scavia et al. 2014）。在

欧洲，特别是来自分散性污染源的富营养化影响了 17

个成员国（European Commission 2012）大约 30%

的水体。约 15％的地下水监测站的检测结果超过了世

界卫生组织关于饮用水硝酸盐含量的标准（European 

Commission 2013）。到 2050 年，估计全球五分之

一的人口将面临富营养化带来的风险，三分之一的人将

面对水中含有过量氮和磷的问题 （WWAP 2017）。



31   湿地公约秘书处 / 全球湿地展望 / 2018

众多污染物在影响水质

越来越多的塑料碎片正在向远处扩散。至少有多

达 5.25 万亿个、重量超过 26 万吨的塑料颗粒，漂浮

在全世界的海洋中（Eriksen et al. 2014）。这些碎片

在几个世纪内都不会降解（Derraik 2002）。塑料颗

粒会破坏食物链，伤害动物并释放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在有关生物群和海洋垃圾的事件报告中，约有 88％与

塑料有关（GEF，2012）；在地中海地区，18％的

大型掠食性深海鱼类胃内已经发现了塑料（Romeo et 

al. 2015）；许多内陆系统，如五大湖（Eriksen et al. 

2013）和偏远的山地湿地，微塑料污染正在增加（Free 

et al. 2014）。 

农业集约化使全世界的化学品使用量增加，达到

约 200 万吨 / 年（De et al. 2014）。许多化学物质

会淋洗到水中（Flury 1996），从而产生全球性问题

（Arias-Estévez et al. 2008； Bundschuh et al. 

2012； EEA 2014； Luo et al. 2009）。其带来的影

响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量化的，例如对土壤生物的影响

（Bünemann et al. 2006）。在近一半的经合组织国

家，农业地区地表水和地下水中的杀虫剂浓度超过了国

家建议的限值 （OECD 2012b）。

新兴污染物如药品、激素、工业化学品、个人护

理产品和许多其他污染物不断出现，并且经常被检出高

于预期浓度（Sauvé & Desrosiers 2014）。

图2.11	基准期（2000-2005）与 2050年主要河流流域的水质风险指数对比

       据联邦工业与科学组织 - 中度假设的预估，到 2050 年，三分之一的人将面临氮和磷污染的风险（分别增加

到 2.6 和 2.9 亿人），五分之一的人将面临生化需氧量问题引起的水污染风险（16 亿人）。 

数据缺失 
低
中等
较高 
高

2000-2005

2050 年预测

来源：Veolia & IFPRI 2015



31   湿地公约秘书处 / 全球湿地展望 / 2018      湿地公约秘书处 / 全球湿地展望 / 2018   32  

图2.13	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粪大肠杆菌（FC）的预计流内浓度（	2008-2010 年 2月）

颜色表示人为负荷的比例是否超过 50％（黄色）甚至 90％（红色）或低于 50％（蓝色）。引自 UNEP （2016）。 

来源：UNEP（2016） ©CESR， University of Kassel， April 2016， WaterGA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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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Veolia & IFPRI 2015

图2.12	每个湖盆的平均总磷负荷与人类活动对25个最大湖泊的影响预测，2008-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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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维持着全球水循环	-	水文过程

生态系统过程是构成湿地动态变化和生态功能的

物理、化学和生物交互作用，这些交互作用也为许多生

态系统服务提供支持。这里讨论的几个主要过程可分为：

水文、生物地球化学、碳封存和储存、以及初级生产力

和能量流动。

湿地在水循环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随着时

间变化，湿地不断接收、存储和释放水，调节着水的流动，

提供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水。水文情势用来衡量水流入和

流出湿地的水位、体积、时间和频率，可决定湿地的结

构和功能，影响生物多样性和初级生产，形成生态系统

服务，如减少洪水和改善水质。水资源管理和海平面上

升正在改变许多地区的水文情况，例如在湄公河三角洲，

盐度和水位上升导致湿地结构和功能发生变化（Erwin，

2009）。

水循环的变化影响湿地过程，减少或增加水量将

短暂或季节性湿地转变为近永久性的湿地，或改变水流

的季节性动态。许多河流流域会发生地表水变化及季节

性水流变化，包括科罗拉多河、长江、墨累 - 达令河

和尼罗河流域 （Gupta 2007）。过度抽取地下水已

经耗尽了许多地区的湿地可用水量，如美国部分地区

（Froend et al. 2016），华北平原、西北撒哈拉含水

层系统，南美洲瓜拉尼含水层和印度西北部及中东地区

地下含水层（Famiglietti 2014）。减少自然水位波动

的水管理也会降低生境多样性（例如将湿地镶嵌体改为

渠道化系统）和物种丰富度（例如降低植物种子萌发）

（Voldseth et al. 2007； Blann et al. 2009）。

 

人类需求增加以及气候变化引起的降水和蒸散量

的改变都会影响水文过程发展趋势，并对可用水产生

竞争（Hipsey & Arheimer 2013）。随着人口增加，

消费和污染对淡水供应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 （Posted 

2000）。用水量可以通过一个地区总的水足迹来表示（图

2.14），以便为水管理提供信息。总水足迹提供了一种

供水压力的累计测量方法，即将水资源划分为“蓝水”（灌

溉，工业和家庭用地表水与地下水），“绿水”（土壤

中存储的供作物生长的雨水和蒸散过程中损失的雨水）

和“灰水”（净化污染物所需的淡水），来计算水资源

供应压力。1996 年至 2013 年间，全球水足迹增加，

其中农业占 92％（Mekonnen ＆ Hoekstra 2011），

导致水文过程受到严重破坏。

图2.14	通过国家水足迹账户显示的绿色、蓝色和灰色水总量的全球水足迹	

 引自 Mekonnen & Hoekstra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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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5 -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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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 2500
2500 - 3000
> 3000
数据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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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维持着湿地生态系统功能

由于其水文和土壤特性，湿地拥有一套独特的生

物地球化学过程。达到饱和状态时，湿地土壤储存、转

化和输出养分和其他化合物。导致营养摄取和存储的生

态系统过程包括：植物组织的摄取和储存，微生物处理

（特别是对碳、氮和硫），以及沉积物沉降的物理过程。

许多生物地球化学过程是生态系统服务的基础，例如水

质改善（特别是从农业和城市径流中去除养分）。

氮 是 生 长 所 需 的 关 键 营 养（Vitousek et al. 

1997），但过量的氮会从农业和城市土地流失进而污

染地表水和地下水（Paerl et al. 2016； Rabalais et 

al. 2002）。在浸水的土壤中，硝态氮被微生物通过反

硝化作用转化为氮气，并返回大气层（Groffman et 

al. 2009），这一过程可以去除高达 90％的进水硝酸

盐负荷（Zedler ＆ Kercher 2005）。反硝化速率与

有机质和土壤硝酸盐的有效性密切相关，这两者在湿地

中储量非常丰富，使湿地成为反硝化过程的“热点”

（Groffman et al. 2012）。与农业径流相关的硝酸

盐流失的增加会导致更高的反硝化速率 （Zedler & 

磷也是一种关键营养，在自然水平上，磷通常会

限制植物生长。由于在很多形态下磷是不可溶的，大部

分磷会附着在沉积物上并由此运输。农业集约化促使施

用更多的矿物磷肥，然后流失到湿地（Ockenden et 

al. 2017）。当部分矿物磷肥促进植物生长时 （Marton 

et al. 2015） ，另一部分沉入湿地底部并被土壤吸收

（Kadlec 2008），造成水体富营养化。预计到 2050 年，

气候变化会导致流失于湿地的磷增加30% （Ockenden 

et al. 2017）。

营养以包括有机物在内的多种形式从湿地排出。

植物对营养的吸收和临时储存可以带来有益效果，即打

破流域中的营养同步运动。例如，在温带气候下，植物

在春季和夏季吸收磷，在秋季死亡时将其释放。这使得

水质在关键的生长季节得以改善，并减少水体富营养化

（Mitsch & Gosselink 2015）。

Kercher 2005）。氮也通过大气过程沉降在湿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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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是世界上最大的碳库，但也释放甲烷

全球大部分土壤碳库都位于湿地中。碳的封存和

储存形成于初级生产（摄入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并生

成有机物）和呼吸作用（或分解作用；从有机物产生二

氧化碳或甲烷）的平衡（Joosten et al. 2016）。湿

地条件使得分解作用减慢，当分解作用慢于植物的初级

生产时，碳就开始累积（Moomaw et al. 2018）。气

候变化导致的气温和降水变化可能会改变这些过程的平

衡，导致湿地成为碳源。泥炭地是强大的碳汇，是所有

生态系统中最大的长期碳存储地。几千年来，泥炭以

0.5-1.0 毫米 / 年的速度积累 （Parish et al. 2008） 

，使得泥炭地成为全球最大的碳储备之一，储存量超过

600 皮克碳（Gorham 1991）；这几乎是大气中碳储

量的四分之三（Moomaw et al. 2018）。虽然泥炭地

仅占地球表面积的 3%，但其碳储量可达全世界森林的

两倍（Joosten et al. 2016）。

滨海和海洋湿地，包括盐沼，红树林和海草床，

也是碳吸收和储存的关键场所。红树林是世界上“碳

集 中” 程 度 最 高 的 生 态 系 统（Ewers Lewis et al. 

2018）。大量的初级生产和沉积物截留使这种“蓝碳”

积累下来，使碳能够长时间进行累积（可能长达数千年；

McLeod et al. 2011）。在河流三角洲地区，这些过

程可能使湿地与海平面上升保持同步。当沉积物输入降

低时，可能导致沉积物匮乏和三角洲湿地沉降（Giosan 

et al. 2014）。湿地土壤中的碳损失与沿海地区人为干

扰的增加有关（Macreadie et al. 2017）。

然而，淡水湿地碳存储带来的气候变化减缓效益

会因为释放甲烷（一种强效温室气体）被部分抵消。作

为碳循环的一部分，湿地可以释放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和

甲烷，后者通过称为产甲烷菌的特殊细菌产生。湿地每

年产生约 100 Tg 的甲烷，占全球甲烷排放总量的 20-

25％（Keddy 2010）。排放量差异很大：淡咸水、咸

水湿地的排放水平较低，因为较高的硫酸盐含量会抑制

甲烷产生（Poffenbarger et al. 2011）；淡水地区则

较高。

预计气候变化导致的温度升高会增加湿地的温

室气体排放，特别是在永久冻土区，升温导致永久冻

土融化，增加土壤中氧气和水的供应。随后的微生物

活动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和（或）甲烷释放到大气中 

（Moomaw et al.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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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是生物生产力最高的生态系统之一

初级生产是植物生长的度量（即植物和藻类在光

合作用中固定的碳），是所有动物的能量来源，也是许

多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的基础，通过高水平生产力为人类

社会提供服务。初级生产力因湿地类型、植物种类、气候、

土壤、养分供应和水文状况而异（表 2.6；Bedford et 

al. 1999； Ehrenfeld 2003）。高的初级生产倾向于

支持高的动物多样性（Keddy et al. 2009），例如高

产的潘塔纳尔湿地（位于巴西，玻利维亚和巴拉圭）有

260 种鱼类、650 种鸟类和许多大型动物 （Zedler & 

Kercher 2005）。

初级生产的趋势受到水质变化趋势特别是养分负

荷的强烈影响，而水质受诸如农业径流的影响。随着营

养物质的富集，湿地受到具有高生长速率的入侵物种（例

如香蒲），或生长于特定位置的物种（如芦苇）的入侵

(Keenan & Lowe 2001)。高产植物物种的优势可引

起其他湿地功能的权衡行为，例如当生物多样性下降的

时候，湿地土壤中的有机物和碳积累会随之增加 (Craft 

& Richardson 1993)。当香蒲侵入本土植物群落时，

佛罗里达大沼泽地不断增加的磷负荷，促进了该地区的

初级生产 （Noe et al. 2001）。较高的大气二氧化碳

浓度可以促进植物生长，尽管这种影响因物种和湿地类

型而有所不同（Erickson et al. 2013）。

最后，湿地是有机碳的重要来源，输出凋落物及

溶解性有机碳，为下游河流食物网提供支持（Elder et 

al. 2000）。有机碳也很重要，因为它能够削弱光线并

吸收有害的 UV-B 辐射（Williamson et al. 1999），

保护两栖动物和鱼卵免受 DNA 损伤等影响（Hader et 

al.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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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	一系列湿地生态系统初级生产的有机物累积量度	 （Cronk & Fennessy 2001）

 泥炭地数据包括地上和地下（根系）生产。

湿地类别 净初级生产
干重	克 / 年 / 平方米

盐沼

淡水潮沼

淡水草本沼泽

红树林

有植被北方泥炭地

无植被北方泥炭地

130	-	3700

780	-	2300

900	-	5500

1270	-	5400

260	-	2000

100	-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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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在提供生态系统服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在《湿地公约》生态特征概念框架及国际重要

湿地价值中生态系统服务是核心组成（Sharma et 

al. 2015； Wang et al. 2015）。与其他生态系统相

比，湿地在提供生态系统服务方面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Costanza et al. 2014； Russi et al. 2013）。《湿

地公约战略规划》号召将湿地效益纳入能源、采矿、城

市发展和旅游等领域的战略中，推动对这些效益的主流

化认识。

湿地的价值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从货币到美

学，精神或图腾，以及定量或定性。定性表达可能包括：

一种核心信念（例如，物种的存在权）；重视程度（例

如，灾害风险防范）；或一种偏好（例如对旅游业的支

持）。需多角度考虑问题。

《湿地公约战略规划》中的一项指标要求评估国

际重要湿地的生态系统服务。2018 年国家报告的数据

表明已取得了一些进展，24％的报告国进行了此类评

估。背景阅读 2.5 提供了一个例子。

基于现有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和《千年生态系统评

估》（2005），表2.7提供了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定性分析。

对于内陆湿地，食物，淡水，纤维和燃料的重要性是显

而易见的。调节服务非常重要，特别是在气候、水文、

污染控制和解毒以及自然灾害方面。在河流、溪流和湖

泊湿地，精神、感悟、休闲和教育服务非常重要。通过

支持生物多样性、土壤形成和养分循环，调节服务得到

强化。在沿海 / 滨海湿地中有不同的模式，食物是主要

的供给服务，同时气候调节也很重要。潮滩、盐沼和红

树林提供污染控制和解毒服务，并与珊瑚礁一起调节自

然灾害。

背景阅读2.5

伊其克乌尔生态服务

位于突尼斯的伊其克乌尔国家公园是国

际重要湿地，覆盖了 12600 公顷的湖泊和沼

泽。20 世纪 90 年代，由于调水和建设水坝，

该湿地受到了严重威胁，而新的管理策略和

连续几年丰沛的降水使该地区生态系统服务

免于崩塌。该公园对其水鸟非常重要，并为

当地和区域人口提供多样化的生态系统服务。

2015 年量化信息表明，该湿地提供的价值高

达约 320 万美元 / 年，或 254 美元 / 公顷，

其中调节服务提供 73％的价值，供给服务提

供 18％，文化服务提供 9％。防洪（34％），

地下水补给（23％）和沉积物持留（12％）

的价值最高，其次是放牧（10％），休闲 / 旅

游（9％）和渔业（7％）。服务价值效益几

乎是管理成本的十倍。虽然有利于当地人口的

份额相对较低（11％），但每户的份额不可忽略，

位于公园内的家庭效益平均约为每户 1600 美

元 / 年。这些数值将用于争取将水资源从水坝

释放以维持湿地，并将公园价值传达给当地社

区（引自 Daly-Hasse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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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类型

表2.7	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综合清单

      来自不同类型湿地生态系统的生态系统服务的相对重要性（基于专家意见和 2005

年《千年生态系统评估》）。这些信息代表全球平均水平；重要性可能存在地方性或

区域性差异，如有足够信息，可能会增加一些重要服务。 

湿地类别 / 服务 内陆湿地

河流

溪流
湖泊

地下	

湿地
盐沼 海草 海藻水库稻田

湿

草

地

盐滩水塘潟湖
红

树

林

珊

瑚

礁

贝

类

礁

废

水

塘

泥	

炭	

地			

草本
沼泽
和
木本
沼泽	

滨海湿地 人工湿地

供给服务

食物 H H

H H

H

H H H H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H

H

H

H

H

H

H

H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na

na

na

?

?

?

na

na

na

na

na

na

?

?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 ? ? ?

?

na

na na

na na

na na

? ?

na

na

na na nana

na

??

?

?

?

? ? ?

na

na na

na na

na

na

? ?

na na

?

na

na na na

?

?

na

na

na

na

na

na

H

H

H

H

HH

H H H

H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L

L

L

L

L L L

L L

L L L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L

L L

L

LL

L

L L

L L

L

L L

LL LLL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MM

M

M

M MM

M

MM

M

MM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MMM

M M

M

M

M

M

M M

M MM

M

M MM

M

M

M

M

M

M

M

M

M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气候

精神和感悟

生物多样性

淡水

水文

娱乐

土壤形成

纤维与燃料

污染控制

美学

营养循环

生化产品

侵蚀防护

教育

传粉

基因材料

自然风险

调节服务

文化服务

支持服务

高

中等

低

未知

不适用

H

M

L

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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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种类

水

湿地在为生活、灌溉和工业提供淡水方面起着

关键作用。全球河水及含水层的可再生水资源共计 

42000 立方千米 / 年，其中， 3900 立方千米 / 年供人

类使用（FAO 2011）。农业用水占 70%，工业用水

占 19%，市政用水占 11%。50 年间，全球农业灌溉

区的面积增加了一倍。欧洲用水量占其水资源的 6%

（29% 用于农业），亚洲用水量占 20%（80% 用于

灌溉），中东、中亚和北非地区的用水中有 80-90% 

用于灌溉（FAO 2011）。地下水需求量迅速增加，

尤其是南亚地区，其 40% 的灌溉农业仅依靠使用地下

水，或者和地表水一起使用（FAO 2011）。据估计，

约 60% 的人类用水会流入当地的水文系统，其余的则

被消耗（FAO 2011）。在富裕程度不同的国家，湿地

对供水服务的影响大致相同（Dodds et al. 2013）。

食物

湿地提供多种多样的食物。内陆渔业从大规模的

工业化渔场到自给自足式渔捞应有尽有。全球每年的

渔获从 1950 年的 200 万吨增加到 2012 年超过 1160 

万吨。如果将小规模的自给式捕捞也计算在内的话，其

年产量可能会更高（FAO 2014）。据报告（Bartley 

et al. 2015），内陆渔业捕捞的 95% 发生在发展中国

家，渔业产品在这些国家扮演着供给营养的重要角色。

但这些产品仅占全球鱼产量的 6%。实行工业化以后，

河口及沿海渔业产量下降了 33%，鱼类育苗生境（如

牡蛎礁、海草床和其他湿地）减少了 69% （Barbier 

et al. 2011；Worm et al. 2006）。全球水产养殖业

的产量由 1950 年的不到 100 万吨增加到 2008 年的 

5250 万吨，占世界食用鱼产量的 45.7%。稻田越来

越多地被用于水产养殖（Edwards 2014）。水产养

殖业在亚洲最为普遍（尤其在中国），在欧洲和非洲

也很重要，但在美洲仍然处于相对较低的地位（FAO 

2011）。湿地也提供成熟的可收获的水田作物，并为

捕鸟和其他狩猎行为提供场地。

水调节

湿地存储、排放和交换水，并对相关政策产生影

响，如《自然洪水管理法案》（Parliamentary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1）。河道、洪泛平

原和大片相连的湿地对流域水文有着重要影响，但许

多“地理上孤立的”湿地的持水能力 （Marton et al. 

2015）也会对水文中的河流流量产生重要影响（Golden 

et al. 2016）。功能完善的湿地可以降低灾害风险。实

例有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查尔斯河，它所保护的 3800 公

顷湿地估计每年可以减少大约 1700 万美元的洪灾损失

（Zedler & Kercher 2005）。反之，湿地丧失，洪水

和风暴带来的破坏就会加剧（Barbier et al. 2011）。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维持湿地服务通常比将其转化成其

他用途更有利（Garcia-Moreno et al. 2015）。

其他自然灾害

湿地在调节其他类型的自然灾害方面也起着重要

作用。潮湿的湿地生境能缓解自然和人为压力，阻止土

壤盐碱化和野火蔓延。然而，这些对极端事件影响起到

调节作用的多种因素之间，存在极为复杂的关系，我们

对此知之甚少（de Guenni et al. 2005）。

气候调节

湿地的碳储和碳封存在调节全球气候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尽管淡水湿地是甲烷最大的自然源，但泥炭

地和有植被的滨海湿地蕴含巨大碳汇，并且其碳封存量

和全球森林大致相当（Moomaw et al. 2018）。盐沼

每年封存数百万吨的碳（Barbier et al. 2011），热带

深水大坝是甲烷的重要来源，抵消或超越了其水力发电

所报道的低碳效应（Lima et al. 2008）。25-30% 

的甲烷是湿地在自然运转的过程中释放出来的，生态系

统排放的 90% 的一氧化氮也主要来源于湿地（House 

et al. 2005）。湿地还可以调节小气候，例如，它们

可以化解城市环境的“热岛效应”（Grant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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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

湿地和其他生态系统的自然特征通常蕴含文化和

精神内涵，包括地域特征。这些既包括自然特征，如喜

马拉雅山的圣湖（WWF 2009），又包括人造特征，

比如稻田，它是亚洲和非洲 1 亿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

（Umadevi et al. 2012）。文化遗产包括湿地资源的

特征、社会意义和管理工作等传统知识，例如“澳大利

亚第一批移民”所接触到的知识（Department of the 

Environment 2016）。

娱乐与旅游

无论自然的湿地还是改造的湿地，都能让人们愉

悦身心，并给旅游业带来收益。珊瑚礁潜水是人类保

护它们的基本理由，但这也可能会给生态系统增加压

力（Barker & Roberts 2004）。据估计，2002 年

夏威夷 100 个潜水运营商的年收入为 5000-6000 万

美元（van Beukering & Cesar 2004）。菲律宾保

和岛三角区珊瑚礁潜水的年收入为 10500-45540 美

元（Samonte-Tan et al. 2007）。 澳 大 利 亚 大 堡

礁的旅游业年收入超过 52 亿澳元（Goldberg et al. 

2016）。由于近年的珊瑚礁白化现象，旅游业面临巨

额亏损（Barbier et a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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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超过其他陆地生态系统

有关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的评论（例如 Brander 

et al. 2006；Brouwer et al. 1999；Brouwer et 

al. 2010）显示，不同特征的湿地，其预估价值有很

大不同。De Groot et al. （2012）根据 458 种价值

评估（2007， 美元 / 公顷 / 年）得出湿地生态系统服

务的平均总经济价值（TEV）：开放海域为 490，珊

瑚礁为 350000，沿海体系（包括沙滩）为 29000，

滨海湿地（包括红树林）为 190000，内陆湿地为 

25000，河湖为 4300。湿地的价值远远超过其他陆

地生态系统。例如内陆湿地的总经济价值比热带森林高

出约五倍，而热带森林是陆地上价值最高的栖息地。

Costanza et al.（2014）分析了 1997 年到 2011 年

由于不同生物群落（包括湿地的变化）而导致的生态系

统服务的消失情况。他们估算了生态系统服务的损失情

况，其中潮沼和红树林为 7.2 万亿美元，沼泽和洪泛平

原为 2.7 万亿美元，珊瑚礁为 11.9 万亿美元。

大量研究考察过特定湿地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但是很少有研究能够表明其趋势。新西兰为过去二十年

间其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的趋势提供了一个案例，展示其

重要性和下降情况（图 2.15）。尽管缺少其他湿地的

相关数据，我们依然可以得出合理的结论，即随着湿地

范围的缩小和状况的恶化，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也有着

同样的变化。

图	2.15	过去二十年新西兰水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趋势（改编自 Dymond et al.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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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et al.（2015）曾强调过这些问题，他们

指出，几乎所有全球淡水资源在某种程度上被损害，

82% 的全球人口的上游淡水供应受到严重威胁。在哥

伦比亚的国家分析报告中，Ricaurte et al.（2017）表

明，对于不同类型的湿地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其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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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阅读2.3

减少营养物污染以便恢复海草范围

当前湿地面临许多挑战。但湿地生态系

统是有弹性的，如果能够注意减小其压力并

引进有效的管理措施，部分问题可以得到解

决，或者这种不利局面可以扭转。

美国佛罗里达州依联邦法所设立的坦帕

湾河口计划（TBEP）成功将海草床恢复到

其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范围。TBEP 方案发

现，健康海草种群出现在营养物污染程度最

低的开敞水域，上游土地利用是营养物污染

的主因。氮负荷是河口中最有害的营养物。

联邦政府通过坦帕湾的氮限制措施之后，

一个自发组织的公私合作团体——坦帕湾氮

管理联盟（NMC）通过 TBEP 计划推动了

氮负荷的公平与合理分配。这减少了氮的点

源污染与非点源污染。NMC 成员中点源污染

的主要排放者包括：公共废水处理厂、发电

厂、港口和磷肥工厂。NMC 也包含当地政

府的部分人员，他们负责管理造成非点源营

养物污染的土地利用活动，禁止雨季销售和

使用化肥，并协调海岸带的开发。到 2015 年，

坦帕湾已经出现了 16306 公顷的海草，超过了 

1995 年设定的 15400 公顷的恢复目标。                      

           

来源：Sherwood （2016）

弱性有很大不同，其中最为脆弱的是洪泛平原森林、河

岸湿地、淡水湖泊和河流。他们建议，如果要维持这些

服务，必须采取一些土地利用政策来限制对湿地有害的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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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变化的驱动因子

湿地变化的驱动因子主要有三个：引起湿地生物物理变

化的直接因子（土地利用变化、污染等）；引起上述直接驱

动的社会过程所组成的间接因子；以及间接因子背后的全球

大趋势。为湿地合理利用制定有效的管理策略，需要较好地

了解湿地变化的驱动因子；这样才能从根源上解决湿地的消

失和退化问题。而局部、国家和区域层面的有效治理是预防、

阻止和逆转湿地消失与退化趋势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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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的驱动因子包括直接因子和间接因子

对于《湿地公约》而言，直接驱动因子指的是引

起局部到整个区域范围内生物物理变化的自然因素或人

为因素（Van Asselen et al. 2013）。间接驱动因子

有着更广泛的影响，它们通常会影响直接因子，并且与

制度、社会经济、人口结构和文化的过程相关。一些全

球大趋势也会对湿地产生影响（图 3.1）。

湿地变化的自然驱动因子包括太阳辐射、天气变

化、地震、火山爆发、害虫与疾病以及一些过程，诸如

自然洪水周期和生态系统的演替。人为驱动因子包括土

地利用的变化、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抽水、物种的

引进或移除、资源消耗和外界输入（如化肥）。气候变

异通常是自然驱动因子，而人为诱发的气候变化与大气

层中逐渐增加的温室气体有关。气候变化也属于全球大

趋势。

驱动因子既有消极影响，又有积极影响。这里重

点讲述对湿地生态特征有消极影响的驱动因子。这些负

面影响通常会涉及生物多样性、生境质量、生态系统服

务或文化价值下降（退化）或生境类型或物理化学结构

的转变（消失）。大多数积极因子来自人类为减缓变化

而做出的响应措施（如保护管理或入侵物种的控制）。 

间接驱动因子对湿地消失和退化的影响过程很复

杂，不易理解。多种驱动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在一定尺

度范围内发生（Craig et al. 2017），也能导致区域性

变化（Ward et al. 2016）。例如，气候变化通过引起

生物物理变化和影响温度、水位与水文周期而成为引起

湿地变化的直接因子（Renton et al. 2015），并且它

可以与物种入侵等其他因子相结合而产生作用（Oliver 

& Morecroft 2014）。气候变化也可能是间接因子；

例如，人类为减缓变化会增加生物燃料生产和水力发电，

而这些努力对湿地施加了压力。

自然湿地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地转化成人工湿地

（Davidson 2014 和表 2.3）。有的人工湿地已经发

展了数百年，成为陆地景观的一部分，并能发挥许多自

然湿地的生态系统功能。然而，自然湿地变化（供水、

植被清除、物种或营养物引进的变化）的许多直接因子

是人工湿地管理机制的一部分。尽管人工湿地十分重要，

但它们已经大大超出此报告的范围，需要单独评估。湿

地恢复对于退化湿地是一种积极因子（Sievers et al. 

2017），但出于类似原因，在此不做分析。

图 3.1 是一个简化的概念图，显示了湿地的消失和退化与生态系统服务损失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是如何被直接

驱动因子和间接驱动因子所影响的（如需更详细的概念性框架，其术语多来自《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生态系统

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研究（TEEB）、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 - 政策平台（IPBES），请查看 

Díaz et al.（2015）的 IPBES 概念性框架）。

人类健康
下降

全球趋势

湿地的消失

湿地的退化变化的
间接因子

变化的
直接因子

生态系统
服务的
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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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驱动因子包含物理条件的变化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EA 2005）分析了直

接驱动因子对湿地的影响。我们用该结果和其他研究成

果来更新对公约湿地类型的分析。此项分析包含四种变

化因子：物理、开采、引进和结构变化等驱动方面。

物理条件的因子与流入量和频率、含沙量、盐度

和温度相关，这些条件和格局可以被人类所改变。

长期或持久的抽水、截流或引水会破坏内陆湿地

的生态特征；咸海和乍得湖就是极端的例子。所有湿地

都可能因水流失而退化（Acreman et al. 2007），

而滨海湿地容易受到海平面上升和淡水抽取的影响 

（White & Kaplan 2017）。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之前，所有国际重要湿地地

区一直在不断建造大坝。全球有 292 个大型河流系统

（Nilsson et al. 2005），只有 120 个水能够自由流

动，其中有 25 个由于进行中的或计划好的大坝建设

将割裂（Zarfl et al. 2014）。近年来，人们对水力发

电重新燃起了兴趣，部分原因是减少来自化石燃料的

碳排放量。但由于土地清理和水库释放甲烷等原因，

水力发电并不是完全不排放碳的（Mäkinen & Kahn 

2010）。同时，大坝也会对水资源、生物多样性和生

态系统服务产生有害影响（Maavara et al. 2017；

Winemiller et al. 2016）。

滥伐森林以及土地利用的其他变化造成的侵蚀会

增加泥沙向湿地输移。这会改变湖岸生境淤积及湖水浑

浊度增加，使湖泊特征发生变化。这被认为是维多利

亚湖中丽鱼减少的一个原因（Harrison & Stiassny 

1999）。泥沙增加还会使滨海生态系统退化（Hanley 

et al. 2014），并对海草床、海藻森林（Steneck et 

al. 2002）、红树林和珊瑚礁产生危害（Fabricius 

2005）。泥沙沉积降低水库的寿命，损害水力发电项

目（Stickler et al. 2013）。而建造大坝与河堤有时

能减少滨海湿地和三角洲的泥沙供给，从而减少营养物

的积累并降低生产率。

抽取淡水造成的盐碱化或海平面上升引起的盐水

入侵（Herbert et al. 2015）会影响许多生态系统，

包括森林湿地、内陆湿地、河口与红树林（White & 

Kaplan 2017）。

最后，平均海水温度在过去的 60 年间不断升高，

影响浅海水域、海草床（de Fouw et al. 2016）和海

藻森林（Provost et al. 2017）。海水最高温度度数

和 / 或持续周期急剧增加，则会漂白或损毁珊瑚生态系

统（Baker et a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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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湿地中提取水、物种和土壤

水从内陆湿地及其流域抽取后供农业、工业和日

常生活使用。目前人类所抽取的水中约 70% 用于农业；

然而，由于城市、工业和能源产业用水量的增加，农

业用水的比重预计在 21 世纪中叶预计降低到 50% 以

下（WWAP 2016）。在其他影响因素中，淡水的抽

取使得河口下游河段的盐度增加，导致海岸植被减少

（Herbert et al. 2015）、地下水受到影响（Richey 

et al. 2015）。

全球河流、湖泊、水库和洪泛平原的捕鱼量不断

增加，大部分来自亚洲和非洲。这些地区的内陆和滨海

渔业是获取食物和谋生的重要渠道，而在温带和转型经

济地区，钓鱼更多地被当成一种娱乐行为（McIntyre 

et al. 2016）。虽然捕鱼不一定对环境有害，但是过度

捕捞、使用有害的捕鱼工具（如炸药、毒药、细网）（Bush 

et al. 2017）及引进外来物种都会降低鱼类数量和多样

性，改变营养结构并导致珊瑚礁退化（Welcomme et 

al. 2010）。滨海湿地中对贝类的过度捕捞会破坏牡蛎

礁，如北美地区和澳大利亚（Kirby 2004）。因与水

族馆贸易而开展的捕捞活动会使珊瑚礁枯竭（Dee et 

al. 2014）。

为 了 获 取 木 料 或 木 炭， 大 量 砍 伐 湿 地 森 林 或

红 树 林， 会 使 其 生 态 特 征 发 生 巨 大 变 化（Walters 

2005）。采集珊瑚会导致沿海珊瑚礁退化甚至消失

（Tsounis et al. 2007）。采掘泥炭、排干和伐木

会对泥炭地造成伤害，比如婆罗洲（Miettinen et al. 

2013）。许多淡水湿地的土壤用于制砖（Santhosh 

et al. 2013）。

河流、海岸的沙石采挖与城市的发展息息相关，

其总重量现已超过化石燃料和生物量总量（见图 3.2，

也可参阅 Schandl et al. 2016）。采砂会产生悬浮物，

干扰和破坏底栖生物栖息地、影响水质，并造成多种

生态影响。由于该自然资源的开放性，采砂的管理始终

存在问题，非法采砂事件也在不断增加（Torres et a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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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全球物质流和资源生产力

注释：非金属矿物包含用于土地开垦与建筑工业的沙石，目前其数量已超过其他三种资源。来源：Schandl et 

al.（2016）。全球物质流和资源生产力。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资源专家委员会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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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和外来物种使得许多湿地退化

引进的驱动因子包括营养物、化学品与固体废物、

大气沉降和非本地物种的增加。

来自生活污水、工业废物、农业或水产养殖业过

多的营养物会导致富营养化，并改变生物多样性、水质、

生物量和含氧量。到 2018 年，全球化肥的年使用量将

超过 2 亿吨，比 2008 年高出约 25%（FAO 2015；

图 3.3）。大气氮沉降会影响水生系统，并在快速增长

的经济体中迅速增加（Liu et al. 2011）。营养物富集

会促进藻类和其他植物的生长；当这些植物死亡后，其

分解会降低水中的氧浓度。上述情况影响了许多湿地

（Smith et al. 2006），如许多湖泊的蓝藻水华现象

（Paerl & Otten 2013）。滨海生态系统的缺氧（氧

匮乏）现象不断增加（Rabalais et al. 2010）；目前

已发现 500 多个滨海“死亡区”（UNEP 2014a）。

珊瑚礁系统不断受到沉积物和营养物的影响，这些物

质通常来自农业或城市 / 港口的基础设施（Wenger et 

al. 2015）。

海洋和城市垃圾损害着滨海湿地（Poeta et al. 

2014）。据估计，2010 年有 480 万到 1270 万吨塑

料被排入海洋环境（Jambeck et al. 2015），占全部

海洋碎屑的 60-80%。除了物理影响，塑料所含的化

学物质还会产生毒性作用（Beaman et al. 2016）。

工业、生活和农业活动会排放杀虫剂等污染物，导致

生物多样性、种群数量和生产力的下降（Zhang et al. 

2011）。

物种入侵会扰乱营养结构、能量流动和物种组成，

正如入侵博茨瓦纳国奥卡万戈三角洲的螯虾（Nunes 

et al. 2016）。淡水中的外来物种数量持续增加，尤其

是过去 60 年里的欧洲（Nunes et al. 2015）。沉积物、

营养和水，有时再加上外界干扰的促进作用形成了机会

物种迅速增长的环境，因此，湿地极易遭受入侵（Zedler 

& Kercher 2004）。例如，全球许多湖泊遭受到原产

于南美洲的水葫芦（凤眼莲）入侵。东非的维多利亚湖

受到多种驱动因子影响，引进的尼罗河鲈鱼（尼罗河尖

吻鲈）与富营养化、沉积和水位波动，共同导致了其生

态的剧烈变化（Kiwango & Wolanski 2008）。

在浅海水域、海草床和海藻森林中，生物群的引

进或本土物种的变化会导致生态系统退化（例如所谓的

海胆荒野）。海洋生态系统中外来物种的数量一直在

增加；欧洲波罗的海记录有 140 种非本土物种，其中

14 个物种是 2011 到 2016 年间引进的（HELCOM 

2017）。

图3.3		1990年至 2014年农药使用量趋势

来源：FAO （2016）。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信息 / 农

药的使用。http://www.fao.org/ faostat/en/#dat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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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驱动因子还包括生境结构的变化

结构变化改变了湿地的生态特征和其当前的环境，

改变方式如排干、改造或湿地植被的焚烧。这些活动通

常也会造成湿地的损失。沟渠化、洪水或淤积现象在河

流、溪流和洪泛平原十分常见。改变为其他土地利用方

式是森林湿地的主要破坏因子，如人工林、农业或城市

用地、垃圾填埋和过度沉积。许多沼泽受到排干、淤

积和转化为农业或城市用地等威胁，甚至包括一些标志

性湿地，如《世界遗产名录》中的西班牙多南那国家

公园（Zorrilla- Miras et al. 2014）。在温带和热带

地区，淡水泥炭地正在逐渐转化成农业用地（Urák et 

al. 2017），而像油棕榈这样的产品给环境带来很大压

力（Koh et al. 2011）。有些泥炭地遭到直接损坏，

有些则因排干、淤积、洪水和高频率、高强度火灾而遭

到间接损坏（Turetsky et al. 2015）。一项有关马来

西亚半岛、苏门答腊岛和加里曼丹岛的研究表明，泥

炭地区域中沼泽森林覆盖率从 1990 年的 76% 下降到

2007 年的 41%，到 2015 年只剩 29%（Miettinen 

et al. 2016）。

滨海湿地也在遭受大范围的变化。潮间带、盐沼

和潟湖的排干，或沙脊河口湾沙洲开口过多，都会对湿

地的生态特征产生影响。多数情况下，土地开垦会破坏

生态系统或使其严重退化（Murray et al. 2015）。

转化为农业或水产养殖业用地是红树林消失的主要原因

（Thomas et al. 2017），尤其在东南亚地区（Richards 

& Fries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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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变化的直接驱动因子

表 3.1 显示了湿地变化中直接人为因子的系统分

析，针对《湿地公约》所有主要湿地类型及其重要性评

估（全球、地区或特定地点），在《全球湿地展望》中

作为主要内容进行分类阐述。该表指出了使生态特征发

生巨大变化或破坏湿地的驱动因子。此项评级是基于专

业知识的定性分析，包含各种环境和地点的已知驱动因

子。各个因子的重要性因不同的环境或本土特点而有所

不同。

表3.1	不同自然湿地变化的直接人为因子

全球分布 / 重要性变化的
主要因子
从地区到全球分布 / 重要
性变化的重要因子
当地或未知范围变化的其
他已知重要因子
破坏湿地的已知因子

每种湿地类型的驱动因子
物理机制

水量 沉积盐度热量 排干转化焚烧水

生

物

群

营

养

物

化

学

品

入侵

物种

固体

废物

水

频

率

土壤

和

泥炭

获取 引进 结构改造

内陆

河流、溪流、洪泛平原

森林湿地

草本沼泽（发育于矿质土壤）

河口、潮间泥滩、
盐沼、潟湖

珊瑚礁系统（含珊瑚、
贝类和温带生物）

沙丘、岩岸、沙滩

浅海水域、海草床、
海藻森林

地下湿地

湖泊

泥炭地

红树林

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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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1961 年至 2014年矿物肥料（氮和磷）的使用趋势

通过对直接因子施加作用影响湿地的间接因子

以下对水能、食物和纤维、基础设施以及旅游业

进行分析。这些因子之间相互关联，并且均受到气候变

化和管制措施的影响。它们与市场、价值链、社会整体

状况以及利益相关者的环境意识密切相关。

水能部门建造大坝、水库、河堤与基础设施，用

来储水、防洪、发电和灌溉。到目前为止，使用水能最

多的是农业，其次是水电站、制造业和家庭生活。生物

燃料和水力发电由于水资源占用问题，其气候友好型能

源的地位不断受到挑战（Delucchi 2010）。

食品和纤维行业通过农业政策、市场需求和土地

利用变化对湿地产生影响。亚洲的农业增产依靠集约

化作业和高强度的农化使用（图 3.4）；南美洲的增产

则更多地依靠机械化作业；而在非洲，增产主要靠扩

大耕地面积，这通常会对湿地产生影响（OECD/ FAO 

2016）。水产养殖业会改变环境的物理机制并引入营

养物、化学物质和入侵物种，但这些影响由其养殖

系统所决定（如池塘养殖、浮式网箱养殖）（FAO 

2016b）。

基础设施包括建筑、管道、桥梁、公路、工厂、

矿井、堤坝和机场。城市阻断了水的流动、营养物的转

移和动物的移动。采矿会破坏河流结构、增加泥沙沉积

并释放污染物，如开采金矿会释放氰化物和汞。据估计，

在亚马逊河，每开采 1 千克的黄金就会排放出 1 千克的

汞（Ouboter et al. 2012）。公路将湿地分割开来，

从而影响生境、迁徙和物种（Trombulak & Frissell 

2000）。公路交通的污染物包括燃油和润滑油，在天

气较冷时，还包括道路防冰用盐和除冰液（Herbert et 

al. 2015）。公路交通还会产生噪音、光干扰，撞死动物。

另外，交通系统甚至为物种入侵、狩猎和捕鱼创造了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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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图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的农业投入信息（2002-2014 年的化肥档案与 1961-2001 年的化肥档案）

的综合数据（http:// www.fao.org/faostat/ en/#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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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变化的间接驱动因子

旅游与娱乐业创造了许多基础设施（如酒店、高

尔夫球场），给湿地增加了人为的压力，包括资源使用、

垃圾丢弃及各种干扰。海洋的光污染现象不断增加，全

球海岸线有大约四分之一（22.2%）每夜都暴露在人造

光之中（Davies et al. 2014）。旅游业还增加了非本

土物种的数量（Anderson et al. 2015）。

气候变化会影响水量、水流、温度、入侵物种、

营养物平衡和林火动态（Finlayson 2017）。气候变

化还会影响决策的制定，例如它可以成为为修筑水力发

电站而建造大坝的正当理由。

管制是湿地管理成功的关键因素。它应该灵活、

透明、包容和负责，能够处理好各种权力关系并保持

公正（Mauerhofer et al. 2015）。在管制过程中还

需要学习和吸收全新知识、建立正式与非正式的合作

关系、及时评估与适应（Mostert et al. 2007）。合

理管制是湿地得到成功保护的重要标志（Amano et 

al. 2018），而不当管制则容易导致短期决策、少数群

体利益被忽视或保护力度逐渐削弱等不利局面（例如 

Adaman et al. 2009）。                                                  

表 3.2 根据专家意见，显示了表 3.1 中自然湿地

变化的间接因子和直接因子之间的关系。

表3.2	自然湿地变化的间接因子及其对直接因子的影响

全球分布 / 重要性的
主要影响
从地区到全球分布 /
重要性的重要影响
其他已知的重要影响

每种湿地的驱动因子 食物和纤维

水能

基础

设施

工业

与

采矿业

旅游

与

娱乐业

局部

气候

变化

的影响

运输

（公路、

航空、

水运）

农业 林业 渔业 建筑业水产

养殖业

基础设施

物理机制

盐度

营养物

排干

沉积

固体废物

水量

化学品

转化

热量

水频率 

入侵物种

焚烧

结构变化

获取

引进

水

土壤和泥炭

生物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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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大趋势对湿地变化的直接因子和间接因子均有影响

全球大趋势属于间接驱动因子，它会影响全球范

围内所有的政策部门和人类活动区域（EEA 2015；

Hajkowicz et al. 2012；Naisbitt 1982）。尽管这些

大趋势看似与湿地变化的直接因子相距很远，但它们的

决策制定以及由此引发的人类活动依然会对湿地产生影

响。 

人口及其增长促进了许多关于食品生产和基础设

施建设的决策制定。据估计，全球人口数量将在 21 世

纪中叶达到 100 亿 (UN 2015b)，其中发展中国家的

人口增长数量最多。在发达国家，人口数量会以比较缓

慢的速度增长，甚至会减少。短期内，落后的经济加上

环境恶化、气候变化和局部冲突，会引起向发达国家移

民的现象（OECD 2015b）。

全球化影响了许多其他的大趋势以及湿地变化的

一些间接因子。在经济领域，全球化是指各国的经济融

入到国际贸易和全球资金流中（IMF 2002）。然而，

全球化也包括文化层面和政治层面。现代交通和通信服

务促进了人口、货物和知识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人们

因商务或旅游出行，有的成为经济移民。食品与货物在

成本较低的地区生产，然后运给远方的消费者。全球化

也能带来许多益处（经济发展、减轻贫困），但也增

加了对湿地的环境压力风险。随着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的出现，人们对全球性贸易协定的反对意见也越来越

多，同时更多的人强烈地意识到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现象

（Islam 2015）。 

消费模式的改变是人口增长、全球化和经济发

展的共同产物，最终会对湿地产生影响。发展中国家

中产阶级人口的增加正在改变食物和能源的利用方式

（Hubacek et al. 2007； OECD/FAO 2016），增

加对基础设施、工业产品和水的需求，同时产生更多的

垃圾和温室气体。例如，肉类消费对资源需求有巨大的

影响，包括更改土地利用方式以生产牧草和大豆等饲料，

从而增加了水的用量。生产牛肉、禽肉和猪肉都比生产

粮食需要更多的资源（UNCCD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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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也给湿地带来压力，尤其是滨海和河流三

角洲地区。据估计，到 2050 年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都

会生活在城市中（UN 2015a）。在发展中国家，一方

面，农业机械化减少了农村的就业机会，环境恶化破坏

了农村的谋生手段；另一方面，城市有更多的商业机会，

导致城市人口很可能会翻倍。虽然城镇化提供了更加高

效的资源利用潜力，但是城市人口的快速增加通常使城

市周边地区出现无序发展的现象，给社会和环境带来有

害影响（McInnes 2013）。城镇化会通过改变水文连

通性、生态环境、水位与土壤含水饱和度、污染程度并

最终影响物种丰度与多度，从而改变湿地（Faulkner 

2004）。 

气候变化。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预测，气候变化会使亚热带干旱地区的地表水和地下水

大量减少，从而加剧水资源的竞争；在其他驱动因子的

协同效应下，增加淡水物种灭绝的风险；很可能在区域

尺度上引起淡水生态系统组成、结构和功能的急剧且不

可逆转的高风险；它还会通过海平面的上升破坏滨海生

态系统（IPCC 2014； Moomaw et al. 2018）。人

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措施对湿地的影响既有消极的一

面，又有积极的一面。水力发电和生物燃料的增加可能

会导致湿地损失，但为了湿地的碳封存作用又促进了湿

地的保护和恢复（Moomaw et al. 2018）。

环保意识和湿地的重要性。尽管长久以来生态系

统管理的重要性就已经在许多传统文化中有所体现，但

正式的环境政策和立法在 19 世纪才逐渐兴起。当时，

也是为了应对工业化引起的严重环境问题（如英国燃煤

引起的空气污染；Brimblecombe 2011）；人们开始

意识到，在工业化时代人类福祉仍然要依靠生态系统，

于是产生了如“生态系统途径”（Smith & Maltby 

2003） 和“ 合 理 利 用”（Finlayson et al. 2011； 

Ramsar Convention 2005）等理念。在过去的 30 年

里，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及其多种价值被普遍接受。然

而，将湿地的价值完全融合到经济政策和决策制定中

依然面临挑战（Finlayson et al. 2018），因此仍需对

决策者和普通公众持续进行相关教育（Gevers et a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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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湿地退化与消失的驱动因子

尽管表 3.1 和 3.2 对湿地退化与消失驱动因子

的定性评估十分重要，政策和决策的制定仍需要更多

有关湿地变化因子的定量数据。遥感或模型数据可用

于驱动因子类型的综合评估与测量（如 Tessler et 

al. 2016），也可用于研究湿地，详见 MacKay et 

al.（2009）。建模可能是研究湿地变化驱动因子定量

估算的最佳方法，尤其是流域尺度及全球水文模型（van 

Beek et al. 2011； Wisser et al. 2010），河流养分

输出估算模型（Mayorga et al. 2010）以及研究水生

生物多样性的全球模型 （Janse et al. 2015）等。这

些模型能够计算出湿地变化的多种直接驱动因子，如河

流径流、沉积物和营养物的负荷。由于它们经常与模拟

湿地变化间接因子（如气候、人口和政策）的更大模

型框架相结合，因而可在优化湿地可持续利用中使用

（Sabo et al. 2017）。改善湿地驱动因子的监测和数

据处理，将有助于提升模型预测以及建模对权衡利弊和

决策制定的影响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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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对措施

应对措施必须同时处理诸多挑战。应加强对国际重要湿

地网络和其他保护地网络，确立保护框架。将湿地保护融入

到联合国 2015 年后发展议程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之中，有助于实现湿地的合理利用。《湿地公约》能通过相

关机制来应对各种问题并估测实现这些目标的发展进程。所

需的其他工具还包括：法律和政策手段、经济和金融激励措

施以及可持续生产的方式。能力建设与多种观点的激发对保

护的成功实施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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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多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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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的保护与合理利用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湿

地公约》关注所有湿地合理利用的三个支柱、国际重要

湿地的认定与保护以及跨境管理的形成。《湿地公约战

略规划（2016-2020 年）》包含四个紧密相关的目标：

应对湿地的消失与退化、保护并有效管理国际重要湿地、

合理利用湿地、加强落实。其 19 个关联目标中每一个

都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有关，或者至少与其中

的 75 个目标有关。

全球湿地的状况发人深省；许多地区的湿地面临

困境，这给整个社会造成严重的影响。逆转湿地退化与

消失的趋势至关重要。以下段落概括了一些应对措施。

机构与治理：它是产生重要湿地生态系统保护策

略的基础，包括国际重要湿地及其他保护区。它使用新

的手段如“其他有效的区域为基础的保护措施”。作为

“保护与合理利用所有湿地”承诺的一部分，需要将湿

地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相结合，并完善相关政策和立

法框架。

管理：管理是必要的，《湿地公约》在湿地保护

与合理利用方面数十年的经验为改善全球管理提供了基

础。在景观尺度规划中维护湿地的特征是至关重要的一

步，还需要让各个利益相关者参与这一过程，并广泛听

取和采纳不同的观点。

投资：政府和其他投资是必不可少的，这体现了

湿地作为自然基础设施的作用。直接的财务支持和广泛

的经济激励能够促进管理行为的改善。可持续的生产与

消费方式有助于用工业手段处理湿地方面的挑战。

知识：知识是关键，完善目前的知识储备和研究

至关重要，而更关键的是向广大的民众更好地传播关于

湿地保护的知识。全新的技术和公民科学的拓展将有助

于填补当前的知识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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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国际重要湿地网络

各国的关键措施是对国际重要湿地的指定以及对

其生态特征的维护。国际重要湿地名录是全球最大的保

护地网络之一（Pittock et al. 2014）。非洲（Gardner 

et al. 2009）、加拿大（Lynch-Stewart 2008）和美

国（Gardner & Connolly 2007）的相关调查显示了

国际重要湿地指定的多种成效，包括：提高对单个国际

重要湿地和广义湿地的重要性的认知；加强对湿地保护

和管理的支持；影响土地利用的决策、土地征收和环境

评估；增加融资机会；促进了生态旅游和研究。湿地公

约秘书处根据美洲国家案例编制了国际重要湿地指定成

效汇编。

全球有 2300 多个国际重要湿地，占地面积近 2.5

亿公顷，占全球陆地和滨海湿地总面积的 13-18%

（Davidson & Finlayson 2018）。图 4.1 显示，尽

管国际重要湿地在 21 世纪 10 年代增速减缓，但整体

处于稳步增加的状态。图 4.2 比较了不同地区的国际重

要湿地，其中欧洲数量最多，非洲面积最大。

仍有许多湿地有待指定为国际重要湿地。符合

《湿地公约》标准的“重要鸟类与生物多样性区”只有

24% 已经得到全部或部分认定。其中覆盖面最广的是

非洲和欧洲（30%，引自《重要鸟和生物多样性区域》），

最少的是亚洲（12%）。关键生物多样性区（IUCN 

2016）也有望成为国际重要湿地，其认定能够为“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仙台减轻灾害风险框架》和

《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提供支持。

国际重要湿地的指定能够增强国际合作，促进生

态系统服务的跨界流通。约有 234 个国际重要湿地包

含跨国湿地，虽然大多数情况下仅有单个国家对其境内

的部分湿地进行指定（Griffin & Ali 2014）。如果整片

跨国湿地获得了两个或所有相关缔约方的指定，通过指

定为“跨境国际重要湿地”权威机构正式规定缔约各方

的合作关系。跨境国际重要湿地共有 20 个，除 2 个在

非洲，其余均在欧洲。

																															图 4.1 全球国际重要湿地的数量与面积（来源：RSIS）

图4.2	《湿地公约》各区域国际重要湿地数量与面积（来源：R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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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保护区域湿地覆盖率

淡水和海洋湿地可能位于国际重要湿地之外的法

律意义上的保护区。海洋保护区通常包括《湿地公约》

定义的湿地，如珊瑚礁，红树林和海草。通过严格执行“禁

采”、规模最大化和隔离原则可增加保护成效（Edgar 

et al. 2014）。

可灵活应用各种其他模型。菲律宾采用基于社区

的森林管理计划，通过向当地社区提供红树林的使用权

来促进可持续利用；负责实施共同认可的管理计划的

社区则有可能获得独家捕鱼权作为回报（Carandang 

2012）。澳大利亚建立了土著保护区，土著居民自愿

管理其生物多样性、实行文化保护；管理计划的制定和

采用是获得批准的关键一步（Davies et al. 2013）。

                                                                                                  

国际重要湿地指定涉及《湿地公约战略规划》的

许多目标，包括目标 5（保持生态特征），9（综合资

源管理）和 12（恢复）。它有助于实现“爱知生物多

样性目标”目标 1；"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6.6“保

护和恢复与水有关的生态系统，包括山脉，森林，湿地，

河流，含水层和湖泊”；和 15.1“确保陆地和内陆淡

水生态系统的保护…”。

其它案例还包括土著及社区保护区域全球网络（ICCAs），

例 如 塞 内 加 尔 的 土 著 社 区 保 护 区（Cormier-Salem 

2014）。

一些缔约方鼓励建立私人保护区（Stolton et al. 

2014）。例如，在哥伦比亚，超过 385 个家庭参与建

设私人自然保护区，以强化拉科查湖国际重要湿地周围

缓冲区的保护（Bonells 2012）。

《生物多样性公约》中还出现了“其他基于区域

的有效保护措施”的新定义，描述了属于非保护区但为

生物多样性提供长期显著惠益的场址，其中包括许多在

保护区管辖之外的国际重要湿地（IUCN 2018）。

《湿地公约战略规划》的目标 6 呼吁发展国际重

要湿地网络，目标 14 强调科学指导。“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目标”14.5 要求各国政府到 2020 年“在国内和

国际法律的指导下，以最佳科学信息为基础，保护至少

10％的沿海和海洋区域”，与“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 

”11 的要求一致。

案例研究：北美洲湿地物种的野生鸟类指数

自 1968 年以来，由于保护行动的开展，

北美湿地依赖物种增加了 30％以上。

通过美国联邦保护区、州和地方野生生

物管理区以及私人土地上的湿地保护区项目，

已保护超过 4000 万公顷的湿地生境，以湿

地为生的鸟类数量随之增加。自1968年以来，

北美的野生鸟类指数所涵盖的 87 个物种的

平均多度，增加了 30％以上。例如，野鸭种

群比其长期种群平均值高出 42％。然而，在

湿地面积持续减少的情况下，鸟类种群显示

出相应的下降趋势。

来源：国际鸟盟（2015）；北美鸟类保护倡

议（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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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湿地纳入 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规划及实施计划

2015 年成员国商定的国际政策框架、《2030 年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和《仙台减轻灾害风险框架》

（DRR）等协定，为促进湿地保护和合理利用，推动

国家履行承诺提供了机会。将湿地合理利用纳入国家和

部门政策、计划和指标系统中是一项关键需求。促进开

发部门、人道主义机构和环境机构之间的合作，可确保

方法的一致性。

例如，越来越多的政府将湿地纳入《仙台减轻灾

害风险框架》，如菲律宾的灾害预防和恢复计划，印度

的国家灾害管理计划等。                                                   

《2016 - 2024 年湿地公约战略规划》中的一个

指标是计算已将湿地事务纳入国家农业政策或措施的国

家的百分比：已提交 2018 年国家报告的缔约方中，约

有半数国家将湿地纳入了国家农业政策或措施之中。      

“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目标 6 包括“到 2020 年，

所有鱼类和无脊椎动物种群和水生植物都需通过可持

续、合法的和基于生态系统的方法来进行管理和收获”。

图4.3	是否将湿地事务纳入国家农业政策或措施

背景阅读4.1

避免可再生能源政策及目标带来的损害

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许多国家制定法

律、政策和目标以鼓励可再生能源的使用，

包括生物燃料和水力发电。《湿地公约》决

议 X.25 和 XI.10 担忧湿地可能牺牲其他生

态系统服务为代价，被用于能源生产。一些

国家要求使用可持续性标准来确保生物多样

性得到保护。例如，欧盟制定了一项目标，

即到 2020 年，每个成员国 10％的运输燃料

将来自生物燃料等可再生能源，但要求“生

物燃料不能种植在由原本就含碳量高的土地

转化而来的区域，如湿地或森林”（European 

Commission 2017）。大规模水力发电会对

河流的流动状况产生影响，而湄公河委员会

等跨国机构就是为规范此类使用所设。《湿

地公约》决议 X.19 呼吁各国通过“关键路径”

方法在运营大坝时保护和管理湿地。

48% 35% 4% 5% 8%

是（48%）
部分是（35%）
计划中（4%）
否（5%）
信息不可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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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公约》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

湿地和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

目标

超过 10 亿人靠湿地谋生。

《湿地公约》与其他多边环境协定
共同支持各国政府实现“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

健康湿地可提供天然缓冲区，抵御
频发的自然灾害。

有效管理跨境湿地有助于维护世界
和平与安全。

全世界 40％的物种在湿
地栖息与繁殖。

健康和高产的海洋依赖
于功能良好的滨海和海
洋湿地。

到 2050 年，健康湿地
能解决 50 亿人生活水资
源不足的问题。

泥炭地仅覆盖全球土地
的 3％，但碳储量高达全
球森林生物量碳的两倍。

城市湿地在创造安全的、
有弹性的和可持续的城
市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妥善管理的湿地区域
可持续支持各行业增
加的需水要求。

35 亿人以湿地稻田中种植
的水稻为主食。

半数的全球游客寻求在湿
地放松，特别是沿海区域。

湿地资源为旅游业提供了
2.66 亿个就业岗位。

保障安全水源可以
增加教育机会，尤

其是女性教育。

女性在提供、管理
和保护水资源方面
发挥着核心作用。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
淡水消耗都是直接
或间接来自湿地。

可持续的上游水管
理可提供经济适用

的清洁能源。

1. 无贫困

17. 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

9. 产业、创新与基础设施

16. 和平、正义与强大机制

15. 陆地生物

14. 水下生物

10. 减少不平等

13. 气候行动

11. 可持续城市和社区

12. 负责任消费和生产

2. 零饥饿

3. 良好健康与福祉

8. 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

4. 优质教育

5. 性别平等

6. 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

7. 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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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法律和政策建设，保护湿地

采用各种尺度的法律和政策途径可保护湿地资源。

这些途径包括湿地专用的以及较为宽泛的相关生物多样

性法律与政策、污染控制法律和环境评估程序等。为保

证执行成效，这些法律应跨部门运作。追根究底，政策、

法律和监管措施的成功实施离不开有效的管理 （千年

生态系统评估，2005）。战略环境评估可加强在景观

尺度上影响湿地的相关政策、方案和计划。

1990 年，还没有缔约方颁布国家湿地或相关政策

文书；而到 2018 年，已有 73 个缔约方颁布此类文书，

另有 18 个缔约方报告具有类似国家政策的基本要素，

正逐步形成国家政策（图 4.4）。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

设立国家湿地或相关政策。这些政策需要纳入“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国家计划。

国家湿地和生物多样性法律作为开发活动许可程

序的一部分，通常遵循“避免 - 缓解 - 补偿”框架 

（Gardner et al. 2012 年）。多数情况下，我们将“避

免湿地损失”列为首要要求；针对不可避免的湿地损失，

应通过诸如湿地恢复等方式缓解或抵消。在人类活动导

致的气候变化背景下，“避免湿地损失”可能无法达成 

（Finlayson et al. 2017）。

一些国家采用湿地银行（或称“湿地缓解银行”）

来抵消湿地所受的不利影响（Hough & Robertson 

2009）。简单来说，该方法即为给予采取湿地恢复、增强、

创造或保护的实体一定的补偿信用额度；通过出售信用

额度，以抵消开发商在其他区域开发相同类型生境时对

湿地产生的不利影响。

类似的还有生物多样性补偿计划，概念上相似、

但比湿地补偿关注面更广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2016）。《湿地公约》决议 11.9 附件指出，“不论采

用何种补偿形式，这些途径应避免湿地受到不利影响，

且湿地损失的补偿对象应优先选择位处同一流域、类型

相似的湿地，并同时解决湿地面积和湿地功能两方面问

题”。

入侵物种是湿地的主要威胁之一。《湿地公约》

敦促各国查明、预防、根除和控制入侵湿地的外来物种。

2018 年，40％的缔约方提交了威胁湿地的全国外来入

侵物种综合调查结果；更有 26% 的缔约方已制定了关

于湿地入侵物种控制和管理的国家政策或指南。欧盟通

过的综合立法中就包括一份《欧盟关注的外来入侵物种

名单》（Genovesi et al. 2014）。其中，超过 75％

的入侵物种与湿地有关，升级入侵物种的干预措施迫在

眉睫。

图4.4	湿地政策（或类似文件）

是否促进了湿地的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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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净损失目标

《湿地公约战略规划》提到湿地效益（目标 1）、

湿地生态系统需求（目标 2）以及在其他政策中公共和

私营部门的参与问题（目标 3）。零净损失涉及到“爱

知生物多样性目标”5“所有自然生境的损失率 ...... 至

少减半并且在可行的情况下接近于零”。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6.3 要求“通过减少污染

来改善水质”，15.8 呼吁各国“采取措施防止引入外

来入侵物种，并显著减少其对土地和水生态系统的影

响 ......”

图4.5	缓解等级	

背景阅读4.2

“零净损失”

“零净损失”是一项政府政策，目的是

在特定地理范围内（通常是国家）实现湿地

面积和 / 或生态特征零净损失。允许存在湿

地影响，也不要求补偿落实到每一处影响波

及区域，但对整体湿地资源来说，应通过补

偿措施（如恢复或重建）来抵消所带来的湿

地影响。“零净损失”政策可限用于特定计

划中局部的湿地区域或管辖区域。

“零净损失”可作为实施合理利用的一

种方式。但是，目前还没有研究显示，施行

此类政策的缔约方是否在湿地功能而不仅仅

是湿地面积方面实现“零净损失”的目标，

其有效性仍需要进行进一步监测。“零净损

失”的政策实施不应违背“避免对自然湿地

产生不利影响”这一根本目标 （Ramsar 

2012）；因此，《湿地公约》鼓励采取更强

有力的“零损失”措施。                                                  

尽管“零净损失”概念目前还不明确，

全球已有 80 多个国家在生物多样性补偿计划

中采用了这一概念（Maron et al. 2018）。

避免

避免 最小化 恢复 补偿

缓解 补偿

选址
设计
计划时间

* 是否可以通过补救措施充分管理潜在影响？

* 非 * 是

物理防治
运维控制
减排控制

重建生境类型
重建生物多样
性价值
重建生态系统
服务

恢复补偿
止损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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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湿地公约》指导，实现湿地合理利用

《湿地公约》采取了一系列的指导措施支持湿地

合理利用，合理利用是公约理念和实践的中心。《合理

利用手册》以及缔约方大会签订的湿地公约决议汇集了

表 4.1 中列出的最佳做法指导和建议。

表4.1	来自《湿地公约》的最佳实践

																															议题 相应指导

国际重要湿地认定 国际合作所有湿地资源的合
理利用

湿地公约决议

湿地合理利用

国家湿地政策

法律和制度

禽流感病毒和湿地

伙伴关系

参与技能

水资源相关的指导

河流流域管理

水资源的分配和管理

地下水管理

海岸管理

资源调查、评估和监测

数据和信息需求

湿地资源调查

影响评估

国际重要湿地认定

湿地资源管理

解决生态特征的变化

国际合作

气候变化

泥炭地保护

降低灾害风险

湿地评估

旅游业

能源

采掘行业

湿地传播、教育、参与和意识计划（CEPA）

湿地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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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阅读4.3

神圣水域

不同信仰体系会对湿地管理产生积极或

消极的影响。许多湿地（湖泊、河流、泉水等）

对世界各地多数人和少数人的信仰都具有神

圣的价值；神圣通常赋予人们职责，确保湿

地受到保护和良好管理。例如，2017 年法院

判决认定恒河拥有生命实体的权利（Kothari 

& Bajpai 2017）是基于湿地神圣价值的一

系列政策举措之一。这种法律效力也可以用

于其他传统习俗和信仰，就像新西兰议会

在 2017 年授予旺格努伊河法律人格，这一

举动在毛利人看来是十分神圣的。他们的社

区和政府各自指定一名成员代表河流的利益 

（ABC 2017）。

指定国际重要湿地或其他保护区并不能确保这些

地区能够得到良好的保护。有效性与管理计划密切相关

（Leverington et al. 2010）；和没有管理计划的湿

地相比，实施管理计划的国际重要湿地可得到更好的保

护。例如，有效实施管理计划的地中海国际重要湿地

显示越冬水鸟种群增长幅度更大（Korichi & Treilhes 

2013）。然而，只有不到一半的国际重要湿地实施了

管理计划。

西 半 球 区 域 中 心、 东 非 区 域 中 心、 中 西 亚                    

区域中心以及东亚区域中心四个湿地公约区域中心进一

步推动了培训和能力建设。例如，东亚区域中心赞助了

国家专家参加湿地公约履约培训研讨会，研讨指定和管

理所面临的挑战。能力建设需在各级行政层面开展，且

需要花时间学习新技能、改变态度和行为，因此这仍然

是一项需要解决的重大挑战（Gevers et al. 2016）。

文化习俗和传统的传承有利于湿地的合理利用。

举例来说，湿地中的自然圣境通常得到很好的保护。当

地社区和土著人民的传统知识和文化习俗往往强调可持

续管理，可以在维持湿地作为“自然基础设施”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

湿地的合理利用方法反映在以下若干目标中：《湿

地公约战略规划》的湿地效益（目标 1）、国际重要湿

地网络（目标 6）和综合管理（目标 9），以及“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目标”6.5“在各个层面实施综合水资源

管理 ......”。“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1 要求“人们了

解生物多样性的价值以及可持续地保护和利用生物多样

性的步骤”，这些目标反映在《湿地公约》目标 11 和

目标 16 中，涵盖了湿地效益的编制、传播和主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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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湿地公约》机制识别和应对挑战

当国际重要湿地的生态特征因人类行为而下降（或

可能下降）时，《湿地公约》鼓励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

条款 3.2 要求缔约方“即刻”向秘书处通报问题。截止

到 2017 年 12 月，秘书处共收到 164 个国际重要湿地

的问题通报，另有第三方向秘书处递交的另外 70 个国

际重要湿地的问题通报；这些通报的问题还在确认当中

（湿地公约秘书处，2018）。

《蒙特勒档案》由缔约方于 1990 年建立，突出

显示那些需要优先保护的地点。其目的是按照湿地公约

咨询任务（RAMs）的实施指导和财务机制下的资源

分配，支持缔约方解决国际重要湿地面临的威胁。《蒙

特勒档案》在前两个三年期的国际重要湿地数量（49 个）

维持不变，仅于 2015 年移除一个。尽管 2017 年有两

个湿地被添加到《蒙特勒档案》中，但当时缔约方已不

使用该档案作为工具。相反，湿地公约咨询任务仍保持

积极响应，2008 年以来，每年至少更新一次《蒙特勒

档案》。

湿地公约咨询任务是一种技术援助机制，通过该

机制，缔约方可以就如何应对国际重要湿地生态特征的

威胁和相关的湿地问题得到专家建议。该机制通常包含

一个小型的跨国、多学科专家团队组成，便于他们实地

考察、评估问题、咨询利益相关者，之后编写报告和建

议。自 1990 年以来，《湿地公约》已建立了 80 多个

公约咨询任务，其职责范围因地区有巨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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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美国农业部门的湿地损失和收益

背景阅读4.4

使用经济和财政激励

公平分享湿地恢复和管理的成本和效益是实现湿

地资源合理利用的必要条件。一系列经济手段可以提供

帮助 （IPBES 2018）。

为了加强监管控制，一些国家采取为生态系统服

务付款方式，来激励湿地保护和合理利用（Ingram et 

al. 2014）。土地所有者或管理者应对有益环境的举措

给予补偿。美国的湿地保护区计划（现为农业保护地役

权计划）向农场主支付了恢复和保护湿地的费用，金额

与承诺保护期限相关联。从 1992 年至 2013 年，涉及

土地面积约 110 万公顷，补偿金额达 45 亿美元。在一

年内，生态系统预估服务价值就超过了政府在密西西比

河谷支付的湿地恢复费用 （Jenkins et al. 2010）。

税法影响人类行为，用税收条款激励湿地保护和

合理利用。在澳大利亚，土地所有者如果同意保护契约，

承诺保护和提高该地区的自然价值，则可享受税收优惠

（澳大利亚政府环境与能源部）。南非最近也通过了类

似的立法（背景阅读 4.4）。在美国，土地所有者在向

土地信托机构或类似实体捐赠保护地役权（允许土地保

持其自然状态）时，可享受优惠的税收待遇。

改变不当激励措施、引入积极激励措施是另一项

重要的对策。例如，不当的农业补贴和价格支持可能造

成湿地变化或污染加剧。1985 年，《美国粮食安全法》

阐明了如何通过消除不当激励措施减少湿地损失。法案

规定，对湿地进行人为排干或改造的农场主可能失去获

得贷款、补贴保险以及价格收入保护等政府福利的资格。

表 4.2 量化了这些政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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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的生物多样性税收激励措施

南非鸟盟于 2015 年启动该财政福利项

目，旨在验证为加入湿地保护地的土地所有者

所建立的生物多样性税收激励政策。该项目

推进了在国家立法中引入新的税收激励措施。

土地所有者可以根据自己所建自然保护区或

国家公园的土地价值申请减税。2016 年，一

位重要禽类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区的土地所有

者得到了第一笔生物多样性激励。

来源：非洲国际鸟盟（2017）

年份 平均湿地损失 平均湿地获得

1986 - 1997 每年减少 6155.3 公顷

1998 - 2004 每年增加 4773.3 公顷

2004 - 2009 每年增加 8994.8 公顷

20 世纪 50 - 70 年代 每年减少 161251.2 公顷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 - 80 年代中期 每年减少 63373.8 公顷

数据来源：Frayer et al. 1983；Dahl & Johnson 1991； Dahl 2000， 2006，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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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维持和增加湿地恢复投入

鉴于当前全球湿地仍处于糟糕的状态，政府对湿

地恢复的资助显得十分关键。湿地公约各区都在进行宏

大的湿地修复项目，包括南非的水资源工作计划、中国

湿地公园创建（Wang et al. 2012）、白俄罗斯泥炭地

修复计划（GEF 2016）、新西兰绿色王国湿地恢复计

划（Macdonald & Robertson 2017）、以及美国大

沼泽地恢复工作（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2016）。

增加对湿地的投资

湿地具有广泛的社会效益，可吸引各种部门进行

投资。湿地作为经济实惠的自然基础设施，不论单独使

用，或与传统的“灰色”基础设施相结合，都能成为吸

引金融家、政府和私人投资者开展投资行动的有力依据。

增加业务互动和对话

越来越多的商业正积极协调和支持“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目标”和《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的实施。各种倡

议如《可持续发展世界工商理事会 2020 行动》议程正

在帮助商业了解投资保护自然资本（如湿地）的全球必

要性，以及如何将其纳入日常实践。商业可通过履行企

业责任和社会责任进行投资，支持湿地保护。例如，达

能于 2011 年建立的民生碳投资基金支持了世界上最大

的红树林恢复项目，该项目在塞内加尔卡萨芒斯岛和萨

鲁姆地区的 10000 公顷土地上重新种植了 7900 万棵

红树林。项目提供的私人碳信用抵消了投资者的碳排放

（民生基金；Giraud & Hemerick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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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阅读4.5

减少灾害风险、提高社区弹性

恢复自然基础设施有助于降低灾害风险。

在荷兰，作为“还地于河”倡议的一部分，

恢复了艾瑟尔河、莱茵河、莱克河和瓦尔河

的天然洪泛区，以减少洪水的影响。在泰国

南部，每公顷红树林的风暴保护效益估价为

10821 美元。甲米河口国际重要湿地的红树

林正逐步实施恢复，保护脆弱的沿海社区免

受热带风暴影响，缓解海平面上升带来的负

面效应。同样，在中国湖北省，通过恢复工作，

湖泊和沼泽的水系重新汇聚于长江，抵御洪

水影响。湿地的恢复还可为当地社区增加鱼

类资源和改善水质。在印度尼西亚，泥炭地

退化和流失，加之厄尔尼诺南方涛动干旱影

响，2015 和 2016 年当地发生了毁灭性火灾；

作为补偿，印度尼西亚承诺恢复两百万公顷

的泥炭地（Kumar et al. 20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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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实践

生态标签和认证计划都可以帮助改变人类行为，

有助于湿地保护和合理利用。消费者购买带有生态标签

或经认证的可持续方式生产的商品，可为可持续企业创

造市场激励作用。例如，在湿地环境中，总部位于百慕

大的信利保险公司正在与大自然保护协会合作开发“蓝

碳信贷”，重点保护对海岸线起防护作用的盐沼、海草

草甸、珊瑚礁和红树林（Chasan 2018）。其他的认

证计划，如棕榈油可持续发展圆桌会议、森林管理委员

Terragr’Eau

沼气站为可持续农

业活动提供能源，

该举措有助于保护

依云流域，确保依

云矿泉水的长期稳

定品质。

会及其他涉及牛肉、大豆等计划，都以避免损害高保

护价值区域（包括湿地）为行动标准 （Abell et al. 

2015）。

《湿地公约战略规划》目标 17 呼吁提供资金和其

他资源，“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目标 20 提到“运用

所有资金筹措渠道，确保《2011- 2020 年生物多样性

战略规划》的有效实施 ......”。

背景阅读4.6

企业水管理

企业参与不仅仅意味着开发一系列企业

社会责任项目，还包含了是否应该提取水、

提取多少、以及由谁提取的问题。“水管理”

被水管理联盟定义为“通过利益相关者的参

与，基于场地和流域尺度的行动，实现社会

公平，环境可持续和经济效益的水利用”。

该联盟为私营公司、公共机构和其他参与者

制定了自愿行动标准，关注“场地”（例如

工厂 / 办公场所）和“流域”的水管理问题。

来源：Newborne & Dalton（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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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合理利用和公众参与纳入更广泛的发展规划

绿色基础设施（GI）是湿地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包括河流流域和滨海地区。在这种情况下，绿色基础设

施是天然或半天然湿地，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与建造的

“灰色”基础设施相类似。规划者、工程师和决策者越

来越多地利用绿色基础设施的方法进行水管理，有时会

与灰色基础设施相整合（UNEP 2014b）。

恢复环境流量，即维持水生生态系统所需的水流

的数量、质量和时间，也可以维持和恢复生态系统服务

（Yang et al. 2016）。大规模的尝试包括墨累 - 达令

流域（澳大利亚）和蓬奇河（巴基斯坦）（Hardwood 

et al. 2017）。

公众参与湿地管理和决策是成功的关键因素。

74％的缔约方宣称促进利益相关者参与湿地决策，

64％的缔约方让当地利益相关者参与国际重要湿地的

指定和管理；这可以包括基于社区的管理。2012 年，

柬埔寨将捕鱼权和监管权移交给参与性社区渔业组织，

让居住在该地区或附近的人们参与进来 （Kim et al. 

2013），以减少贫困和改善管理。志愿者对于保护湿

地发挥着重要作用。2015 年，80 万名志愿者从世界各

地的沿海地区收集了超过 810 万公斤的垃圾 （Ocean 

Conservancy 2016）。在一些国家，公众还采取司法

行动，以确保政府遵守与湿地有关的职责。2017 年，

为回应公益诉讼，印度最高法院下令对全国近 20 万个

湿地进行资源调查（Balakrishnan v. Union of India 

2017）。

《湿地公约战略规划》呼吁合理利用（目标 9），

并加强关键部门的可持续性（目标 13）。“爱知生物

多样性目标”目标 6 包括“到 2020 年，所有鱼类和

无脊椎动物种群以及水生植物都能以一种可持续、合法

和基于生态系统的方法进行管理和捕捞”。

背景阅读4.6

印度尼西亚社区的恢复工作

1992 年，海啸“弗洛”袭击北努沙登加

拉后，几个村庄海岸线侵蚀达 100 米，使成

千上万的沿海居民受到风暴潮、海啸、台风和

盐水入侵威胁。由于基础设施和农场暴露于

海中，经济发展受到威胁。湿地国际与地方

社区、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界共同发起

了一个长期行动，通过生态系统恢复提高社

区的抵御能力。在塔里布拉村，该社区利用

竹子、木材、棕榈纤维、沙袋和椰子叶等当

地天然材料建造了一个长达 180 米的半渗透

大坝，并持续进行修补。大坝造价合理，效

果显著，并以每年 4.5-6.5 厘米的速度有效

地减少了侵蚀。八个月后，红树林开始重新

生长，鱼、虾和鸟类的数量出现增长。2013年，

该社区又重新种植了 6000 棵红树林，以防

御海岸，并提供生计来源。

来源：湿地公约秘书处

https://tinyurl.com/jcu3r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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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多元观点融入湿地管理

解决湿地保护和合理利用的挑战需要借鉴一系列

意见和专业知识，从自然科学一直到传统知识。成功的

湿地管理通常会得到大多数公民的支持。而支持通常需

要理解和参与，这意味着采用参与性途径，即让许多不

同权利持有人和利益相关者参与。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是包容，确保所有相关的意见都能被听到。

将当地和本土的知识、需求和观点纳入湿地管

理的重要性已经受到除《湿地公约》以外许多机构的

认 可（Ramsar Convention Secretariat 2010c；

Thaman et al. 2013）。一些国家建立了正式的程序

和伙伴关系，以确保来自当地人民和社区的知识会纳入

管理。在澳大利亚，土著社区通过水系评估来衡量湿地

健康及其文化意义。国家水务机构预计将在环境水管理

中使用这一信息。

湿地有多重价值，从生计支持的创收，到文化联

系和精神满足。认识到湿地全方位的价值有助于决策

者优化效益，而不再关注狭窄的利益 （Kumar et al. 

2017a）。湿地的多种价值及其对人的贡献可以依次通

过六个步骤进行评估，如图 4.6 所示。

由于对自然与社会之间关系持有不同看法，人们

对湿地的评价也不相同， 而且往往相互冲突。有效的

沟通和推广服务至关重要，有助于帮助决策者和社会群

体了解湿地的价值， 从而支持湿地的保护和合理利用。

《湿地公约》的沟通、能力建设、教育、参与和意识计

划（CEPA）提供了一个框架，帮助决策者在更广泛的

景观规划和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了解湿地以及湿地相关

决策的长期后果。

图4.6	识别湿地的多种价值（改编自 IPBES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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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和完善国家湿地资源调查，	支持合理利用

国家湿地资源调查提供了管理和决策所需的核心

信息。更新和完善资源调查有助于各国识别需要优先恢

复的湿地，评估并合理分配管理资源。调查结果确定了

评估政策、法律和监管机制有效性的基线，并从 2018

年开始也将用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6.6.1 的进

展情况（见第 17 页）。自 2002 年以来，开展全面湿

地资源调查的国家数目稳步增加，到 2018 年，已完成

调查的缔约方达到 44%，正在进行中的为 29%。北美

（67％）和欧洲（62％）最高，亚洲（30％）最低，

见图 4.7。

有效利用地球观测系统	

卫 星 遥 感（ 被 称 为 地 球 观 测） 使 湿 地 资 源 调

查、评估和监测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Davidson & 

Finlayson，2007 年）。尤其最近观测能力的进步，

特别是能在高空间分辨率下进行系统、频繁的全球卫

星观测，可更好地捕捉季节性和间歇性洪水区域的变

化，这对评估湿地生态系统的健康至关重要（Rebelo 

& Finlayson 2018）。例如，2017 年底，《全球红树

林观察》绘制了 1996 年、2007 年、2008 年、2009

年、2010 年、2015 年和 2016 年的全球红树林范围

图以及相应的变化地图，并预计从 2018 年开始每年进

行更新（http://www.eorc.jaxa.jp/ALOS/en/kyoto / 

mangrovewatch.htm）。

			图 4.8	1996-2007年几内亚比绍红树林恢复情况

（1996 年红树林覆盖范围为绿色，1996 - 2007 年之间的

增长为蓝色）

						图 4.8	东加里曼丹 20年来红树林损失情况

（1996 年红树林覆盖范围为红色，2007 年为黄色，2016

年为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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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公民科学

并非所有湿地管理和决策制定所需的知识储备都

来自于高成本和高精度的监测成果。随着技术的进步，

利用志愿者进行经济有效的数据收集更加切实可行。所

谓的公民科学（Tulloch et al. 2013）在处理信息不足

时提供了可选的补充手段（McKinley et al. 2017）。

我们对水鸟状况和趋势的了解大多来自于 70 年来国

际水鸟普查中志愿者承担的监测活动（Amano et al. 

2018）。近期的公民科学案例包括坦桑尼亚河流的众

包水文监测（Swiss Agency for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2017）、中国黄浦江河流生态系统富

营养化的驱动因素识别（Zhang et al. 2017）、美

国东北部春季水塘的绘制和评估（McGreavy et al. 

2016）等。

图4.10	公民科学可在“政策周期”的各个阶段为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信息

来源：McKinley et al. （2017）

案例研究：AEWA保护状况评估

地面监测和保护行动可以改善水鸟生存

状况。

在非洲 - 欧亚迁徙水鸟协定区域内，

555 个水鸟生物地理种群中的许多种群出现

了保护状况持续恶化，甚至部分种群急剧恶

化的状况。在《湿地公约》缔约方较少、水

鸟状况知识欠缺的地区，水鸟种群下降幅度

较高；相反，在采取保护措施、关键生境得

到保护、开发活动得到良好管理的地区，水

鸟种群状况正在改善。鸟类观察志愿者良好

的监测活动有助于指定更多水鸟保护区域，

推动水鸟保护工作。

来源：Nagy et al.（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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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分析表明，全球湿地正遭遇严重危机，面积、质量均在

下降，面临压力持续增加。但幸运的是，我们仍然拥有广阔

的湿地保护区，并从它们提供的众多生态系统服务中受益。

《湿地公约战略规划》为未来描绘了美好蓝图，指引我们通

过湿地保护和合理使用阻止和扭转湿地下降趋势，并确保湿

地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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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未来

全球衰退

湿地质量、数量持续下降，生物多样性遭受即时

与长期的消极影响，生态系统服务下降，这些都导致了

产量下降、水安全受到威胁等人类生计受损的后果。《湿

地公约》为各国阻止和扭转全球湿地衰退提供了指导方

针和机制。

仍是巨大的资源

尽管形势严峻，全球湿地在覆盖面积仍达到格陵

兰岛同等大小，并通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为人类持续提

供巨大惠益，包括提供食物和淡水、碳汇、减灾、审美

和精神价值。通过有效的湿地管理和恢复措施，维持和

扩大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将为人类带来长久的、更

多的惠益。

质量降低

作为应对湿地普遍退化的一部分，人们日益认识

到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对政治和社会部门产生的作用。《湿

地公约》已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更广泛的社会部门合作，

为支持可持续发展、防止湿地进一步减少的国际倡议作

出贡献。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作用

“可持续发展目标”为解决湿地安全问题提供了

便捷与及时的框架，并已得到了其他全球倡议的支持，

例如《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巴黎协定》，以及《荒

漠化公约》的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随着这些全球倡议

相关进程加强合作和共同监管，实现《湿地公约》的目

标和愿景又将向前迈进一步。

《湿地公约》的任务

《湿地公约战略规划》为实现有效的湿地保护和

合理利用制定了明确的路线图；它还通过共同监测在“可

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6.6.1 下的全球湿地状态方式，与

“可持续发展目标”建立了官方联系。本书是实现这一

目标的重要一步。

合作伙伴关系

《湿地公约》将继续通过湿地公约咨询任务、区

域倡议和重启《蒙特勒档案》申报为缔约方提供帮助，

关注面临严重压力的国际重要湿地，通过提供湿地合理

利用技术指导为途径，最终达成维持湿地生态特征、保

障人类从多种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中收益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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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国家及国际层面采取紧急行动，

提高对湿地效益的认识，为湿地的存续提

供更多保障，并确保将其纳入国家发展规

划。



保护和合理利用湿地对人类生计至关重要。湿地可提供广泛的生态系

统服务，应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然而，政策者和决策制定者往往低估了

湿地对自然和人类的效益价值。

了解这些价值以及湿地的现状，对于确保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至关重

要。本书针对上述目标对全球湿地范围、变化趋势、变化动因以及维持或

恢复湿地生态特征所需采取的措施等内容进行了概述。

湿地公约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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